
                        中文摘要

    《劝世良言》是中国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的代表作，作为一部“中国化”

的 《圣经》，它源于 《圣经》却又不同于 《圣经》。以加达默尔的诊释学为理论基

础，基于诊释学给定的文学概念，即所有语言流传物、所有精神科学都参与了文

学的存在方式、都具有文学的形式，本文首先讨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文学形式的

联系与区别，进而以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对 《圣经》的阐释为主线，分别探讨

了梁发对 《圣经》的具体阐释，阐释的特点及其原因，最后揭示了梁发阐释活动

的实质和意义。

    全文分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

    引言部分首先从选题的缘由谈起，简要探讨了《劝世良言》在中国近代史、

中西文化交流史和 《圣经》流传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进行了综述，确定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对 《劝世良言》的探源性研究。

    正文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考察了 《劝世良言》作者梁发与 《圣经》的

接触史;其次，着手于 《劝世良言》文本本身，纵览了 《劝世良言》各卷的主要

内容和文体形式;再次，从文本比较的角度，探讨了 《劝世良言》与 《圣经》的

联系与区别，前者包括 《劝世良言》对 《圣经》的直接引用、“暗含一引用”和模

仿，后者主要体现在论述中心、“误读”、传统的渗入和文体这四个方面。

    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 《劝世良言》和 《圣经》在重要观念方面的内在联系。

上帝观方面，主要考察了梁发对上帝之命名、存在、属性和“三位一体”等问题

的认识;罪性论方面，梁发是从“原罪说”出发来论证人的堕落的根源及其种种

恶果的;关于救赎问题，梁发操持的是上帝救恩与人的自由意志并重的比 “预定

论”更为积极的救赎观;最后，梁发对永生、死后审判和天国等问题的阐释，将

末世与此世、彼岸与此岸联结了起来。

    第三部分探究了 《劝世良言》中梁发对 《圣经》阐释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 “伦理化”特征和极强的护教倾向;与



西方传教士相比，其阐释又呈现出某些 “异质性”特征;文体方面，梁发选择了

论说文来阐释《圣经》;语言则追求一种浅近直切的风格。笔者亦对隐于这些特征

背后的各种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运用当代西方哲学连释学理论揭示了梁发阐释的实质和意义。首先

从梁发与 《圣经》的事实性联系、其人生体验与个性特征对于阐释的意义及其相

对的阐释自由等方面对阐释者梁发的主体性因素进行了考察。然后分析了传统和

前见在阐释过程中对于视域融合的双重作用。其后，揭示出梁发对 《圣经》阐释

的实质是对人的存有的追问和生存意义上与《圣经》的对话。最后，指出梁发对

《圣经》进行阐释的双重意义:对梁发而言，对《圣经》的阐释是其建立新的自

我的过程，已成为他生存的依托;对 《圣经》而言，这是其在19世纪上叶的中国

实现现时性意义的过程。

    结语部分首先指出对于《劝世良言》进行研究在基督教史上的典型历史意义;

其后，肯定了梁发在阐释 《圣经》过程中所坚持的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选

择;指出这一选择亦有时代与处境因素的作用;最后，又进一步阐明本研究对人

们如何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活跃的当今和多元文化处境之中寻求一种文化

身份的平衡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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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s a major work by Liang Fa, the first Chinese religious minister, Good Words for

Exhorting the Age (or Good Advices for the World, Quanshi Liangyan) derives, but also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Bible, and this thesis identifies this homological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dissimilarity between them,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adamer's hermeneutics,

especially his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linguistic hangovers and spiritual sciences are all

involved with the formation and forms of literature. Secondly the thesis focuses on

Liang's exegeses, his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the leading feature of his explanation

and its causes and reasons. Finally the paper reveals the esse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ose exegeses.

    The preface firstly sweeps ov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is topic and the

importance of Liang's work in Chinese history, is followed by an overview on

researches of the same nature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affirms the aim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as to explore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work under

discussion.

    The Main Text: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ity, the first chapter revie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ang Fa and the Bible in three aspects: his faith, his contact with and his attitudes to

the Bible. Secondly, the thesis offers a panorama in terms of its contents and ideological

elements, and finally, shifts to the formalistic side and delves the affiliation with,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Bible.

    Chapter two concentrates on Liang's comprehens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such as the nomenclature of God, trinity, existence, properties,

and so on. Liang also talks about the debaucher of mankind, its cause and effect, and

ascribes it to the theorem of "the origin of sin". As for redemption and atonement, Liang

holds that human beings' free will and divine favor are equally important. He beli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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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resent life and the doomed day, this world and the other, is coterminous, as

reflected in his opinions on Eternality, Judgment, the Divine Kingdom, and so on.

    Chapter three is on Liang's individualities in hi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eason and causes behind. The work bears tremendous ethical overtones and highly

moralized, and also religiously defensive and sacredly advocating. It is of much more

heterogeneity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His style is logically demonstra-

tive, and his language pursues candidness and placidity.

    Chapter four: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s Biblical exegeses from a hermeneu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concerns his factual contact with the Bible, his life experience, his

personality and his relative freedom in his interpretation, and examines the subjectivity

of Liang as a hermeneutical interpreter. Subsequently it analyses the double function of

tradition and prescience which affects the coincidence of the sight fields, and also

argues that Liang's interpretive exegeses is in essence a dialogue with the Bible

enquiring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is is also double sides: for Liang, on

one hand, it exhibits a course of establishing a new-self of the interpreter, and for the

Bible, on the other, it exhibits a cours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ible's practical

contemporary meanings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e century.

    In conclusion, the thesis approves Liang's cultural choice of persisting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course of hi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also the time's and personal causes which contribute to such a choice. This thesis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fate of the Bible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and provides assistance to the balance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n at present whe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ecomes more frequent and more vigorous with each day.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Quanshi liangyan,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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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若从唐贞观年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进入长安算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有

1300余年历史，其命运亦是几多坎坷、几多沉浮，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无论

风云如何变幻，有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共同的难题是其始终都要面对的，即如何在

汉语语境中逢释自身，亦即如何实现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话语转换。对此，来

华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本土的信徒都进行过积极而富有成果的探索。不论是唐代

的“以佛老释耶”、明清之际的“以儒释耶”等诊释范式，还是 “适应化”、“本土

化”以及 “处境化”等传教策略，都可以视为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回应。但是其中

又有所区别。例如对于利玛窦、马礼逊等西方传教士来说，汉语语境的基督教设

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基督教能否在中国取得合法性身份并被接纳，以及基督教在

传播过程中 “异质性张力”能否得以持守。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基督徒而言，或许

他们在这一话语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要更为复杂，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是一

个充满含混与多元意义的经典及传统对其先在的 “自我”的挑战，进而是要解决

如何把异质的话语化入内在自我的现实经验之中以及实现个人身份的转换。这种

根本意义上的身份转换，在许多中国基督徒释教的著作中都有集中的体现;因此，

借助于对这些著作的考察，来瞪望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遭遇和话语转换问题是

一条很好的途径。本文即循此思路，通过对中国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

的代表作 《劝世良言》与《圣经》的关系的考察，通过探究其对基督教的经典 《圣

经》的阐释，揭示出基督教及 《圣经》在汉语语境中的ii}释特点及其重要意义和

实质口而本文之所以选择 《劝世良言》这部“中国化”的 《圣经》作为研究的起

点和中心，既是出于其作者梁发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出于此书与 《圣

经》极为密切的关系，更是出于其对中国近代史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在中西文化

交流史和 (C圣经》流传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历史地位、意义与版本的考察

梁发 (1789-1855)是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他的代表作 《劝世良言》(1832)



在中国近代史及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起初，尽管它适应当时传教的环

境，充分发挥了布道的用处，但与当时所有流传和使用的通俗布道书籍一样，其

影响力相对有限。后来，由于该书被派发到了应试落第的洪秀全手中，给予其极

大的启示和影响，随后才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它的历史命运因之而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劝世良言》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书;

因为此书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的圣经，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源泉。由此书引起了太

平天国的宗教革命，扰攘当时17省，沦陷六百余城，牺牲了数千万生命，开创了

20世纪民族革命的先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评价未免有失偏颇，却从某

种意义上说明了 《劝世良言》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近年来，大

陆学者对其历史作用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如顾长声就曾指出:+((劝世良言》是洪

秀全发动农民起义的重要 ‘理论武器，之一。”z综合看来，笔者认为，其影响至少

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是洪秀全1843至1847年间基督教知识的唯一源头，

是其创作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 《改邪归正》等著作的材料来源，对

其天堂、地狱、遵信一神等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创立拜上帝教、捣毁偶像等行为有

直接的影响;其二，《劝世良言》通过洪秀全而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其三，《劝世良言》部分卷目或全书在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的改订发行和再版必然

亦使其影响延及当时南洋等地。

    另外，无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还是在 《圣经》流传史上，《劝世良言》也都占

有重要而特殊的一席之地。就前者而言，该书既是梁发在跨越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对异质基督教文化收受的结果，包含着其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同时也体现

出 《圣经》在梁发对之加以阐释与传播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中濡染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色彩。实事求是地说，《劝世良言》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结出的一颗

鲜美的果子。

    此外，单就 《圣经》的流传史来说，《劝世良言》作为《圣经》的“简缩本”，

它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 《圣经》的汉译和出版的新教背景，也说明了此前中国天

1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页。
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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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重“存想”而轻视 《圣经》翻译和出版的传教政策。我们知道，尽管早在 1615

年，入华的耶稣会士就已获准翻译 《圣经》，但在17, 18世纪的中国，由于人们

更为“看重通俗性的布道，轻视圣经的解释工作”3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当

时圣经全译本的阀如。因之，如 《劝世良言》这种大量引用 《圣经》经文并对之

进行细致入微的阐释的著作就只能出现在 《圣经》中文全译本产生之后。事实确

实如此，《劝世良言》参照了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 《圣经》中文全译本，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是新教重视 《圣经》翻译和出版带来的一个成果。因此，作为 《圣经》

在 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流传的一个变体，《劝世良言》对于研究 《圣经》在异域

中国的翻译、出版和 “变异”等问题不无启示意义。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等因素，《劝世良言》“这本有那么大影响的书却湮没了

百年之久”，a成为“一部希奇罕见的书’，，s及至1950年始被发现。据说，此书在

国外只在美国哈佛燕京社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英国司里奥克学院图书馆

等处存有三四部;6在港台，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根据英国藏本的胶片，于1959

年出版了该书的排印本，台湾学生书局于1965出有此书的影印本;中国大陆尚未

发现原刻本，只有中华书局参照香港排印本和1832年的原刻本，在1979年付印

了该书，收于 《近代史资料》总39号 (1979年第2期)。本文所论 《劝世良言》，

依大陆版本。

(二)相关研究综述

    由于 《劝世良言》如此不容乐观之保存状况，以及一百多年来历史、政治等

方面的原因，在笔者视域所及，学术界并未对 《劝世良言》进行过系统研究，更

无论著深入细致地探讨其与 《圣经》的关系，仅有部分学者曾论及此书或进行过

某些相关的研究。现将前人对 《劝世良言》相关之论述和研究综述如下:

3孙尚扬、[t匕】钟鸣旦:《一八四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02页。
0刘翼凌:《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序》，见【英I麦沾恩著:《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
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 2页
5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页。
6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页。



    l.国外方面

    国外学术界、宗教界很早就注意到了《劝世良言》，对之有所论述，亦有相关

研究成果出现。

    早在梁发生活的时代，就有一些来华传教士对 《劝世良言》投以关注。最早

者有1854年瑞典人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所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该书

第4节、第5节详细记述了洪秀全阅读 《劝世良言》后的强烈反应，明确指出洪

秀全从事传教活动是受 《劝世良言》的影响。

    1856年，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论及梁发对于洪秀

全的影响时也提到该书，指出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

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 ‘先知在故土室家之外，莫不

受人的尊敬’的一句话和师徒行传19章保罗传道的事迹的影响”。7此处所言梁发

之书即 《劝世良言》。

    虽然上述两人并未进一步深入研究此书，但他们最早提到洪秀全的宗教思想

和宗教活动与 《劝世良言》的联系，其言论多为后代学者所引用。

    1867年，由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伟力 (Alexander Wylie)所编的 《来华新

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由上海美华

书馆印行。该著作记述了自马礼逊入华以来至1866年间每一位宣教师的传教工作

以及若干中国作者的著述，在著作目录中收有梁发的 《劝世良言》并对它作了十

分简要的介绍，可见当时的宗教界是认可其价值的。但这种介绍只是一种概说。

    此后几十年间，随着对新教在华早期发展研究的疏冷，未见有学者对梁发的

  《劝世良言》加以关注。1931年，关于梁发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

梁发传》出版。作者麦沾恩((George Hunter McNeur)为英国传教士，他简单描述

了《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的影响，在附录中有对此书的版本和流传情况的介绍，

但并未对此书内容进行具体探讨。

    1952年，美国学者淮友真 (Eugene P. Boardman)发表了专著 《基督教对太

，【英7麦沽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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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国思想的影响》(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该书亦指出了 《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另外一本专著亦涉及这个问题，即1996年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史景

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上帝的中国儿子—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该书首先指出，“《劝

世良言》恰好能解开洪秀全思想上的死结，因为它集中讨论了恶的来源和善的意

义”，8接着引用并简要分析了《劝世良言》各卷内容及其对洪秀全的影响。

    同早期对于 《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运动关系之简要论述相比，这两部著作

把同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同样未对 《劝世良言》进行系统研究。

    2.国内方面

    比较国外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对 《劝世良言》的关注较晚，笔者所见最早论

及此书的是王治心教授出版于 1940年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中论到太平天国

运动的缘起时，对 《劝世良言》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此书增加了洪秀全等人的

宗教热情，“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动机”。9但他仅仅是作此论断，没有深入文本作

具体分析，也未论及其如何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

    解放以后，1949-1978年间，学界对 《劝世良言》的关注仍集中于其与洪秀全

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相关研究大多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持论有欠公允。

例如李泽厚的 《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和戎笙的 《洪秀全与 (劝世良言>》(两文均

载于 《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进入80年代，学界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运动关系的研究逐渐细微.1985

年，王庆成先生的著作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书中考

证了 《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洪秀全早期作品的思想内容以

及太平天国的 “天”和 “上帝”观念与 《劝世良言》的渊源关系，颇具说服力。

    90年代至今，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专著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也经常提到《劝

“Spence, Jonathan D.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Xiuqua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6. p.51.
，干治心，Q中国A督教中纲》.合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40年，第 165页。



世良言》，偶有对其内容的简要总结或分析，对其研究逐渐趋于深入。例如，在论

及 《劝世良言》的影响时，大陆学者孙尚扬和比利时历史学家钟鸣旦合著的 《一

八四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指出:“梁发之屡屡被人提及，则是因为他的名著

《劝世良言》曾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1。另有3部

专著则较多地涉及 《劝世良言》的内容:在顾长声的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

中，作者将 《劝世良言》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宣扬 “原罪说”、树立“神天上帝”为

绝对权威和对“天国”作解释等7个方面;11顾卫民的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一书则指出，“梁发的 《劝世良言》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在

教理上非常注重和强调上帝的独一无二性，并且竭力贬斥释、道、儒三教，将基

督教视为人类最高的精神价值”;12董丛林在 《龙与上帝—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

化》一书中除了提到 《劝世良言》的内容，还简要分析了梁发对基督教义的理解

和改造。’3但这些均属介绍性质的文字或简要分析，对于《劝世良言》的理解还比

较粗浅，某些论断还显得不够客观。

    除此之外，近10年间大陆共有20余篇论文或多或少谈到了《劝世良言》与

太平天国运动的联系，有的则对 《劝世良言》的内容和宗教思想进行了大略的分

析。近来亦有个别学者不落案臼，更加注重对 《劝世良言》文本的分析。譬如伍

玉田的 《梁发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连释》一文立足文本，分析了 《劝世良言》对

基督教的罪恶观、救赎观和天国观的论释。再如雷雨田在其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

会通》一文中，分析了 《劝世良言》从术语到思想内容所体现出的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契合或连带关系。这些研究以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着重考察 《劝世良言》

的思想特征，对于 《劝世良言》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尚不够深入和

系统。

    港合对《劝世良言》的关注始于50年代，以香港邓嗣禹发表于1965年的《(劝

10孙尚扬、【比】钟鸣旦:《一八四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年，第433页。
11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71页.
1z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13董丛林:《龙与圣帝一一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工992年，第154-155
页 。



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最为著名。该书把 《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的

思想和行动的深切影响归结为弃除偶像、拜一神教、天堂地狱、天下一家等“十

端”，见解颇有深度。但此书仍偏重于《劝世良言》影响的研究而对其文本重视不

够。

    3.综合分析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 《劝世良言》关注的焦点在于它 “向下”所施与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历史性的影响，缺乏对文本的深度开掘，更忽视了它“向

上”路径中与 《圣经》之渊源关系。这样以来，对 《劝世良言》文本的探源性研

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亦鉴于 ((劝世良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和 《圣经》

流传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加达默尔的设释学为理论基础，基于诊释学给定的

文学概念，即所有语言流传物、所有精神科学都参与了文学的存在方式，都具有

文学的形式，将 《劝世良言》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考察《劝世良言》与《圣

经》的文本关系及在深层观念上的联系，揭示出19世纪上半叶汉语语境中《圣经》

的阐释与接受之特点。这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圣经》的流传以及中国基督教史方

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本探源:《劝世良言》之于 《圣经》

    《劝世良言》源出于 《圣经》，被称为 “《新旧约圣经》的缩写本、普及本”，

14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化”的 《圣经》。在深入探讨 《劝世良言》及其与 《圣经》

的美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作者梁发及其与 《圣经》的接触史。

  (一)梁发与 《圣经》的接触史

    《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又名梁阿发，号“学善者”或“学善居士”，为国

内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他仅受过4年私塾教育，后因家贫辍学并在巧岁

那年去广州学做刻字工。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马

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于1810年前后相识，长期助其雕版印刷《圣

经》，并于1823年被按立为宣教士，从此忠心至死。据相关资料记载，在梁发30

多年的传道经历中，“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如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米怜与合

信，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裨治文、伯驾和英国卫斯理会的裨治等，都与他有过交

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5所以，

香港合一堂牧师张祝龄将其一生的业绩概括为:“著书、刻板、印刷、手派、口宣，

与马礼逊、米怜二博士互相助理，无稍恐怯，⋯⋯足迹遍澳门南洋一带，甚至随

考而遍走省府州县，与士子谈道派书，入夜又诵习中英文，亲自刻板翻译，著书

传道，无一息休暇。”’6那么，梁发是怎样从刻印基督教的经典到最终走上基督教

信仰之途的呢?

    梁发走向基督信仰的历程可以说充满了曲折。因为少时他读的是《三字经》

和四书五经，之后又 ‘旧 夕交游三教九流之人”，17敬拜各样神佛，接受的更多的

是与基督信仰异质的思想观念。其中，儒释两教对梁发的影响较大，前者来自他

所受的私塾教育，后者则与其常去听人宣讲佛法和坚持读 《多心经》、《观音经》

1e罗尔纲、周郊:《洪秀全论》，见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1949.1978)(下)，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 944页。
15雷雨田:《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91页。
16【英】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117页
17邓嗣禹:C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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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佛经的一段经历有关。但数年来，正是由于在参与印刷 《圣经》经文的过程中

受到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自我罪性的深刻体认中产生了

自我超越的强烈诉求，最终促使梁发从一个热心慕道之人成长为“笃信顺命”的

宣教士以及新教“文字布道”工作的积极拥护者，倾其一生“精研真道”，并有《救

世录撮要略解》等九种著述遗留于世。其中，《劝世良言》是其神学思想的代表作，

影响亦为最大。

    毫无疑问，在梁发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本土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异质新

历的两种文化因子相互碰撞、交融的过程，所有这些经历和体验都对他的心灵产

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致使他的思想复杂多样且独具特色，这些都在他对来自异

国他乡的 《圣经》的阐释中留下了痕迹。下面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位新教第一位

华人牧师与 《圣经》的接触史。

    首先，我们绝对不可低估刻印 《圣经》的经历对于梁发认识 《圣经》“真理”

所具有的意义。据史料记载，在雕刻中文 《圣经》时，梁发首先要将经文抄在纸

张上，然后再翻印在木板上，接着再一笔一划地雕成一个字，然后逐字刻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梁发不可能不受 《圣经》的影响;因而有论者指出，经历了这样

一个过程，“经文已经在梁发脑海里生了根⋯⋯神的话也印在梁发心中了’，。‘，

    另外，与马礼逊、米怜等牧师的交往，无疑也是梁发获得有关 《圣经》知识

的重要途径。根据记载，梁发不仅经常参加他们的礼拜活动，跟他们一起做祷告，

而且在1818年英华书院建成后第一个报名入学接受 《圣经》和英文方面的教育。

如果说前一方面是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梁发接受 《圣经》之过程，那么梁发后一举

动说明，在与 《圣经》有了初步接触之后，他对之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主动探

究的意愿。

    此外，梁发与 《圣经》更深层次的接触产生于他对 《圣经》的阅读之中，更

包含于他对基督信仰的深思和通过布道之作来阐释信仰的活动之中。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把 《劝世良言》视为包含着梁发对 《圣经》的理解和阐释的文本，

梁景海:《梁发与中国基督教》，香港:中国近代史研究公司，2003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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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般的释经和解读。当然，这有一个从消化、吸收到认同、重构的过程。

    毋容置疑，最初，《圣经》对于梁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不明其理，不识

其义”，’9而且“极其恶恨”听到米怜讲论 《圣经》;但到后来，随着对之理解日深，

梁发认为《圣经》作为真经圣道，其中包含有隐微之义。正是这种认同感的产生，

使他对 《圣经》做出阐释成为可能。

    与其对 《圣经》的认同相对应的是，梁发认为，售卖四书五经以及诸史百家

之典都是“正经生理”，而兼卖“邪淫小说”、“谎唐小传”以及“淫词艳曲”者却

是在诱人学坏。在此，梁发对于四书五经等类书籍价值的肯定，将思想内容偏离

正面教化作用的词、曲、小说等文体在道德标尺的衡量下予以否认，这些固然与

其所受中国传统的“道统”文学观的影响有关，但也是他拿这些文体或书籍与《圣

经》做比较的结果— 因为梁发认为，只有像 《圣经》这样劝人行善去恶的书才

能称为 “好书”，才具有价值和意义。

    总体看来，梁发作为本土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他在与外来经典 《圣经》的接

触过程中对之产生了宗教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本，既决定着他

对 《圣经》的态度，主导着他在 《劝世良言》中对 《圣经》的阐释，也影响着他

对传统文化遗产在批判和改造基础上的传承活动。总之，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其代

表作 《劝世良言》的考察，来明确以上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及其效果。

(二)《劝世良言})的内容与文体形式

    《劝世良言》全书共约十万字，由六十多篇短文构成。它实际上是下面九卷

书的合集:卷一《真传救世文》、卷二《崇真辟不论》、卷三 《真经圣理》、卷四《圣

经杂解》、卷五《圣经杂论》、卷六 《熟学真理论》、卷七《安危获福篇》、卷八 《真

经格言》、卷九《古经辑要》。其各卷成书时间并不相同，如卷一 《真传救世文》

早在 1826年已成文，卷六 “熟学真理略论”篇则著于 1828年;每卷书内容亦相

19梁发:《劝世良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北京 中华书
局，1979年第2期，第79页。以下引文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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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和完整，各有一个论说中心;故梁发在马六甲改订此书之时，“将九种小书

分别印成单行本”，20他亦曾选择其中四卷在新加坡再版 (书名相应改称为 《拣选

劝世要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论说的中心只是相对的，譬如在卷

二和卷三中，作者在谈论基督之道时往往也无可避免地论及上帝。为了更好地澄

清 《劝世良言》与 《圣经》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纵览一下各卷书的内容。

    卷一《真传救世文》:悖逆上帝之罪是该卷论述的中心。该卷首先直接引用《创

世记》第3章的伊甸园故事，然后“大发议论”，指出人类始祖悖逆上帝使所有人

都陷于原罪之中。在第 2篇“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中，作者一一列举

人类堕落之后所犯下的偶像崇拜之罪并对之进行批判，指出人类应远离各样神佛

菩萨偶像，转而敬拜神天上帝。其后则附以《以赛亚书》1章2至末节和“登山宝

训”(((马太福音》5-7章)，前者讲的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悖逆上帝行为的谴责，后

者则是耶稣基督对信徒该如何对待生活和信仰的训导。总的看来，梁发在此卷中

最为关心的是人的罪性问题。

    卷二 《崇真辟邪论》:在此卷中，梁发专注于真邪之辩，故命名为 “崇真辟邪

论”。作者在首篇从人的被造、堕落和离开真道谈起，论证了耶稣降世实施拯救之

“功劳”和基督之道的真理性，呼唤人们恭敬上帝、信服 “救世主”耶稣。第 2

篇则是作者对富人为何难以进天国 〔篇首引用了《马太福音》19章23-24节)这

一问题的解释，实际上同样谈的是对于迷失 “正道”之人的拯救。第 3篇 “论问

鬼之邪妄”主要是针对中国 “不能胜数”之各样 “师巫邪术”而发的议论，劝勉

世人走上 “真经圣道’，，敬信上帝和 “救世主”耶稣。卷末，梁发对 《约翰福音》

第 3章经文进行阐释和发挥，论证 “复生心灵之善性”在于相信 “神之圣子耶稣

救世主之名’，。总体看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此卷论述的中心。

    卷三 《真经圣理》:以首篇 “论真经圣理”而得名。该卷以宣扬上帝的创造、

主宰、公义和拯救为中心。作者首先指出，世人都应敬信上帝之子“救世主”耶

稣所传讲的 “救世真经圣理”。第2篇 “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主要讲上帝

【英】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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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的创造、管理和护佑。第3篇讲的是世人应相信神天上帝特赐圣子降生

代赎罪救世人之恩。其后，梁发先后附以《诗篇》19章、《诗篇》33章4至末节、

《以赛亚书》45章5-20节、《创世记》1章和2章(梁发对第2章内容作了较大变

动)，这些经文分别涉及上帝的造化与公义、对上帝的赞颂、上帝创造之大能和主

宰、上帝对天地万物和人的创造等内容。

    卷四《圣经杂解》:该卷共4篇，内容稍为杂乱，行文并无中心。首篇，梁发

对 《约翰福音》6章 27节进行解释，集中论证了 “善信二德”为生命永远之粮。

第2篇先引 《罗马书》2章1节并给出解释，阐释了审己和察人的问题。第3篇以

所罗门王的生平事迹来解说 《传道书》2章11节内容，指出世上应追寻天堂永福。

末篇则直接引用了《创世记》6-7章大洪水的神话。

    卷五 《圣经杂论》:正如其名 《圣经杂论》所暗示的那样，相对而言，本卷内

容在全书中最为繁杂。其直接引用的 《圣经》经文出自《马太福音》、《哥林多前

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雅各书》、《彼得后书》《使徒行传》、《希伯来书》、

《提摩太前书》、《罗马书》、《帖撒罗尼逛前书》等十余处，所阐释的问题则涉及

灵魂得救、末世审判、圣子降世、认罪赦免、谦心纳福、神之永存、神之责罚、

人的善德和复活、信与称义以及信徒生活守则等许多方面。但体例上本卷在全书

中却最为规范。前 15篇均是先引一段 《圣经》经文，对其字面意义做出解释 (以

双行夹注形式置于正文前)，然后再对其深层意义进行具体阐释，在性质上全是典

型的释经式讲章的类型。全卷书因之而显得整伤严谨，其后所附的《罗马书》12,

13章、《创世记》19章 (系根据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毁灭的故事改写而成)和 《雅

各书》5章内容也并无凌乱之嫌。

    卷六 《熟学真理论》:以其中含有“熟学真理略论”篇而得名，内容则以论述

传道者的信仰和职责为主。该卷首先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58章和《以弗所书》

5章的内容，前者讲的是真正的禁食应附以“为善去恶”的实际行动而不应流于虚

假的形式，后者则言信徒要效法神、靠良善和圣洁的行为成为神“光明的子女”。

接下来的“熟学真理略论”篇为作者对其悔改、受洗、遭受逼迫以及劝教妻儿等



宗教经历和生活的自述，是为该卷的主体部分。其后，作者先就信徒如何应对毁

谤这一问题做出阐释，然后又附以《使徒行传》22章、《提摩太前书》第2, 3章

和 《启示录》第22章内容— 这些经文也多与传道者的信仰或职责直接相关。

    卷七《安危获福篇》:该卷议论的是如何获福免祸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福指

“天堂永乐之福”。首篇是对信者得享常生之福以前必受许多无辜艰难之祸的论

证，次篇是对那些将要招致永远之祸的诱惑信徒者的警戒，第 3篇则宣称凡福音

传到之处，不信者必有祸事之窃。其后几篇是作者直接引用的 《圣经》经文，先

后为 《哥林多前书》1, 2章、《哥林多前书》13章、《约翰一书》4章;内容涉及

对基督的信赖、圣灵的工作、人的爱德、辨别神之灵和敌基督之灵而行等方面，

或多或少都与通过信善二德求福免祸这一核心论题有关。本卷最后两篇再次讨论

了善人获福、不信者将招永祸的问题。

    卷八 《真经格言》:主要讲人要认识神，遵从神意而行。梁发在首篇直接引用

了 《耶利米书》23章 19-33节内容，意在告诫信徒要提防假先知以免走上歧途，

第2篇则就 《帖撒罗尼迩后书》5章21节阐释了人要改恶从善、谨遵上帝旨意的

问题。第3, 4两篇把不信上帝者归于末世审判之中，并详尽区分了未识上帝与已

识上帝之不同。末篇首先引用 《创世记》第 4章以说明以色列人最初认识上帝的

过程，接着又借彼得之口来谈论上帝对于不时悖逆而行的以色列人的惩罚。

    卷九 《古经辑要》:该卷以人的生活与信仰的关系为论说的中心。如卷中所引

的 《圣经》经文 《以弗所书》6章的内容与信徒如何处理儿女和父母、仆人和主人

之间的关系有关;卷中对 《雅各书》4章 13-14节的阐释多次强调人之肉身轻于灵

魂，对《提摩太前书》6章6-8节的阐释意在告诫世人且勿贪恋财利而需信赖上帝，

在对 《申命记》18章 10-12节的阐释中一再警告世人要远离各样邪术异端。该卷

卷末系对末日审判境况的描写，作者以之收束全篇。

    以上是对 《劝世良言》各卷内容的简要的总结和归纳，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来

龙去脉”与 《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考察，《劝世良言》全书直接引自《新

约》者约50处，几乎是每卷必引:引 《旧约》者计有20余次，涉及较多的是 《创



世记》、《以赛亚书》和 《诗篇》等卷。对于 《圣经》经文的大量引用说明，在梁

发看来，“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东西始终是而且对于一切人都有真理性和有效性”。

21所以《劝世良言》中的这些引文，并不是对 《圣经》的简单照搬，而是经过了梁

发的精心选择，都是他认为对于国人与传教最为重要、“有效”的部分。除了这些

引用部分，梁发把自己对于 《圣经》的理解与阐释也融入了《劝世良言》之中，

使其既源于 《圣经》又不同于 《圣经》。

    就文体形式来说，尽管《劝世良言》以表达宗教观念为其主要内容，却也颇

为注重艺术手法的使用和文学性的追求。在文体方面，其唯一一篇对自我信道经

历作传记式叙述的篇目笔法细腻，叙事风格简约明朗;其余大部分都属论说文的

文体，每篇都能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进行论证，颇有纵横之气。在修辞方面，

梁发灵活运用了比喻、排比、类比、用典等多种手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

力。但总体上来说，与 《圣经》相比，它缺乏复杂多样的文体形式，艺术手法也

较之逊色，因而笔者将关注的中心转入对其作为一种意义的陈述是如何与 《圣经》

发生联系并实现 “突破”的考察上来，着重从其述说中所体现出的本体论意义展

开研究，以具体探讨两个文本之间在内容和观念、文体形式与结构、以及言说方

式等方面各种复杂的关系。

(三)与 《圣经》之联系

    《劝世良言》源于 《圣经》，它首先与 《圣经》具有一种密切的 “互文性”的

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对其内容的直接引用和“暗含一引用”。另外，它在整

体结构上还表现出对 《圣经》编排体式的借鉴和模仿。

    1.直接引用

    直接引用 《圣经》经文是《劝世良言》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但这些引用并不

相同，依据各处所引经文的特点及其所起到的作用可将其归结为以下4种情况。

2，[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一卜海
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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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往往引用一句或很短一段经文作为全篇阐释的起点，类似宣道讲章中

的引论。此类引用在全书中为数最多，上文提到的卷五的前15篇均属此类，其他

各卷中也有多篇归于此类。

    其二，所引经文作为后文评论的对象和中心置于篇首或文中;此类引用甚少，

以卷一首篇对 《创世记》3章的引用最为典型。

    其三，在文中或篇末引用某句或某段经文，作为对于自己观点的权威性论证

或者全篇的结语;其中将 《圣经》作为佐证性的正典之言而引用者有5处，作结

语者只有两处。譬如，在卷一第 2篇中，梁发为了强调世人应把所有庙宇中的各

样偶像除去而全心敬拜上帝之意，就很自然地引用了《以赛亚书》21章10节“一

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一句作为例证。再如，在卷七“论善人之来生灾难尽

息真福齐来”篇中，作者在讨论了善与恶、世俗惩罚和来世盼望等问题之后引用

了《马太福音》10章28节经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

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随后他又明确指出其 “引此 《圣经》

之奥旨”在于“总结上文所论善恶之意，申明善恶之事，勿徒以人之褒贬为赏罚，

乃必要神天上帝公义之审判为祸福”(第 106页)— 这里所引用的 《圣经》经文

就起着归结全文意义的作用。

    其四，所引者为 《圣经》整章内容，作为单篇出现且常置于卷首或卷末。此

类引用所取经文大多都与每卷书的中心论题有关，能从侧面印证这一中心。此种

形式的引用在 《劝世良言》中占据了大量篇幅，因此常为论者所垢病，被认为是

从 《圣经》中整章整节随意抄下来的原文。实际上，梁发在选择所引用的 《圣经》

经文以及将之放于何处时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不是随意的。下面笔者以他在卷六

中对 《使徒行传》第22章的引用作为范例来说明之。

    卷六的主体部分“熟学真理略论”篇系梁发对自己信道与传道经历的自述，

紧附其后的是 《使徒行传》第22章的经文。在此，梁发为何选择此章而非 《使徒

行传》其他章节加以引用呢?细究之便可发现，该章主要讲的是保罗在受到逼迫

时对于自己归主所作的辩护，其中保罗叙述中的“归主的经过”这一事件是使徒



保罗一生中最为核心的事件，而叙述这一事件的经文也是 《使徒行传》中唯一出

现多次的经文。梁发引用此章经文就将自己与保罗这两个传道人放在了相互比照

和印证的参照系之中。作为传道人，两人都经历了由不信到接受拣选的过程，都

曾遭受官方的逼迫，都需要为自己的信仰做出辩护以增加自己的确信或者说服听

道者。这样，梁发在自述从道经历之后紧接着附以关于使徒保罗的传道经历的叙

述，将自己的现身说法，与 《圣经》里的权威性“证据”相互叠加，更能引发中

国读者对于传道者与 《圣经》使徒的信仰、坚忍和职责产生共鸣。由此看来，梁

发在这里直接引用 《使徒行传》22章，这种序列的安排就不是偶然的，与之同样

合理的取舍和安排也常见于其他各卷。

    需要指出的是，在 《劝世良言》中，对 《圣经》的直接引用大都直接采用了

双行夹注的 “互文性”体式。从效果方面看，这种体式的使用，使得 “被引用的

文本和引用的文本之间的互异性清晰可见:引用总是体现了作者及其所读书籍的

关系，也体现了插入引用后所产生的双重表述。”22就实质意义而言，这种“互文

J性”体式将梁发对 《圣经》的阅读与中国古代文学常用的注疏的写作活动合为一

体，最为充分地表明了作品所独具的中西合璧的写作特色。

    2.“暗含一引用”

    “暗含一引用”C hnpli-citation，法语词)这一术语指“引用完全隐含并融于

受文”23之中。《劝世良言》对于 《圣经》内容的“暗含一引用”是相当常见的现

象，尤其表现于对耶稣生平事迹的多次概述之中。譬如在卷二首篇，梁发为了阐

明耶稣 “由天来降世之证据甚多’，，这样写道:

        “况且临诞出世之时，天上亦有众神使赞荣于空中，显现地面郊野枚竖之辈，即往

    0之，甚觉惊奇，赞扬不已。景星发耀于天空，以至天文师等观景星光耀奇异，即自东

    跟随至西，越千里而来拜献。二哲老蒙神天上帝默示，入神堂抱圣婴乃欣喜.年甫十二，

    登神堂辫问圣经奥妙之旨，致令凡听之者，骇愕而惊奇.”(第17页)

    在这段文字中，首句其实是对 《路加福音》2章8-15节内容的缩写，次句取

22【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v【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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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太福音》2章1-12节 “博士朝拜”的情节，三、四两句则是对 《路加福音》

2章22-38节和41-52节内容极为精练的概括。从总体看，此处所引福音书中的情

节已完全融会为作者的言说，然而虽无一是 《圣经》原文的直接引用，却又无一

不以 《圣经》中的相关内容为根基，无一不来源于 《圣经》。所以在此，只有对于

福音书内容较为熟悉的读者才能意识到 《劝世良言》中这一 “源文”的存在，对

于相关经文相对陌生的读者则很难注意到其在 《劝世良言》中的隐含性质— 这

种隐藏于深处的引用实际上对于研究者的逢释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既要有

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又要有更为丰厚的知识储备。就此意义而言，这种暗含式的

引用包含着对于读者通过开放性阅读来填补互异与共存之间的空缺的召唤。

    同样，《劝世良言》中对于保罗、摩西和所罗门王生平和遭际的叙述，对于以

色列人旷野流散故事以及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毁灭故事例证式的转述也都体现出

对 《圣经》内容的 “暗含一引用”特征。当然，这其中都包含着一定的暗示性;

因为，每一次提及耶稣、保罗的名字都会产生提醒读者忆及或追寻与这些人物相

关的所有故事及其背后庞大的意义符码。因此，笔者并未将《劝世良言》对于《圣

经》内容的暗示作为“互文性”的一个方面单独来谈。

    总之，无论是 《劝世良言》对于 《圣经》内容的直接引用或者“暗含一弓【用”

对其进行的观照都是统一的互文性的视角。接下来，笔者将考察两个文本在整体

结构方面的联系。

    3.模仿

    从梁发对 《劝世良言》篇目顺序的编排和某些篇目的整体架构之中，可以明

显地发现其具有与 《圣经》类似的 “U形的叙事结构”的特点，我们将之归于对

《圣经》编排体式进行模仿的结果。

    众所周知，弗莱曾把整本 《圣经》看成一部 “神圣喜剧”，认为它 “被包含在

一个这样的U形故事结构之中:在 《创世纪》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之树和生命

之水;到 《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24在此，弗莱主要是从神话叙事模

【加】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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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角度来认识这一结构的。我们此处引入“U形的叙事结构”的概念，意在说

明 《圣经》从 《创世记》到 《启示录》的文体结构中所包含的“创世一堕落一拯

救”意义的模式。与这个意义模式完全相同，《劝世良言》在整体上也包含着一个

U型结构:以伊甸园故事作为开篇来讲述人始于全善之性之后的堕落和罪性;中

间部分是人的持续堕落和基督的拯救，最末一篇则以末日审判中死人复活和上帝

国度的降临收束全书。若从各篇的次序安排来看，卷一、卷二的结构整体看来也

近于 《圣经》的这种U型结构;譬如，卷一首篇讲人的堕落，第2篇论述人迷惑

于偶像崇拜可以视为罪的延续，3, 4两篇的内容则是上帝和耶稣对人的生活的干

预和拯救。总体看来，《劝世良言》对 《圣经》这种篇章结构的模仿使得尽管是相

对独立的九卷书却又显得有章可循。

(四)与《圣经》之区别

    笔者认为，《劝世良言》与 《圣经》之 “异”最为突出地表现于以下4个方面。

    1.论述中心的不同

    《劝世良言》全书所关注的中心在梁发所提出的“三条大纲领之要道”中说

得很明确，即:首要尊崇上帝、次要认识到灵魂比肉身更重、三要相信基督的救

恩。将三者合而为一，我们即可把 《劝世良言》论述的中心归结为对处于罪性之

中的人的拯救问题。这一问题既是梁发在饭依基督之前一直在探求的人生问题，

亦是支配着他阐释 《圣经》、创作 《劝世良言》的中心思想。在 《劝世良言》中，

无论是对上帝的创造与护佑的诸多论述，抑或耶稣降生与复活意义的反复揭示，

或者是对人的罪恶的极力渲染，都是以自我罪性如何被赦免这一问题为中心来展

开的。

    除此，这一论述中心亦对梁发对基督教 《圣经》内容的取舍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看到，相对《新约》而言，梁发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旧约》的冷淡态度:《劝

世良言》只较多提到律法书中的 《创世记》，几乎没有直接涉及其它叙事著作的内

容;对于先知书，除了引用 《以赛亚书》的一些经文之外，对先知的活动只提到



他们对耶稣降世发出的预言 (这亦是其“基督中心论”的体现)。而且，他所提到

的《旧约》的所有内容都被融入了《新约》之中，所以在《劝世良言》中并无 《新

约》、《旧约》之分。与之相应的是，梁发大量引用了《新约》经文并通过叙述耶

稣的生平事迹和神迹显示其救恩的重要;因之，在四福音书中，梁发对于以“道

成肉身”为中心主题的《约翰福音》也很少论及。

    2.对 《圣经》的“误读”

    在一般意义上，误读一词意味着对于被理解对象做出不符合原意乃至不正确

的解读，含有一定的贬义色彩。这里所谓的“误读”并不预设一种绝对正确的客

观意义的存在，也不包含这种贬义色彩，主要是指 《劝世良言》对 《圣经》原文

字面意义的偏离或补充，笔者参考布鲁姆所提出的“六种修正比”的说法分别为

之命名为“偏移”和 “续完”25。虽然我们己无从考据梁发对 《圣经》的“误读”

是有意的抑或无意，但对这些“误读”之处进行考察无疑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

解两个文本之间的区别。

    在 《劝世良言》中，阐释的“偏移”主要表现在对 《旧约》内容作“基督中

心”的解释方式以及托名‘怪人”的言说形式中。譬如，《以赛亚书》8章19节的

原意是强调对于独一神耶和华的崇信的:“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

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

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梁发却给出了以基督为中心的阐释，把这段经

文解释为不识 《圣经》之义因而也不敬信上帝和 “救世主”耶稣之人与虔敬之人

的对话。这样，他的解释便与 《圣经》原文意义发生了某种偏离。与之相似，在

他宣称 “王所罗门以之为福者，即是敬畏神天上帝，守其至圣明诫，敬信救世主

耶稣为神之子”(第55页)之时，在他把 《以赛亚书》45章5-20节中上帝对居

鲁士的启示变成了对普天之下所有人的宣告的做法中，都包含着由“误读”而来

的 “偏移”现象。除此，梁发还常常假借耶稣和使徒保罗之口宣讲一些道理，而

这些道理并不能在 《圣经》原文中找到确证，这种托名 “圣人”的情况亦可归入

3【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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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经》原文的“偏移’，。

    “续完”一词在此用来指 《劝世良言》对于 《圣经》原文的补充，我们也将

其归为“误读”的范例之一，因为这种补充意味着梁发将其个性化的阅读和理解

融入了文本意义之中。在 《劝世良言》中，此类“误读”最为明显的一处为梁发

对 《约翰福音》3章所提到的尼哥底母缘何选在“夜里来见耶稣”而非白天所做出

的说明。梁发对之做出的补充性解释是，他 “屡次欲求见救世主的威容，亲聆大

教，因惧同道诸友戏笑，是以日间不敢去求见，乃在夜里遂去求见之。”(第31页)

除此，梁发对耶稣降世的原因与复活的意义给出的解释亦可视为一种 “续完”性

的 “误读”

    笔者这里对 “误读”现象给出的探讨完全是站在了积极的层面上。这是因为，

有时所谓的对某一文本“‘精确的’解释实际上比谬误还要糟糕”，26所有的阅读和

阐释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一种“偏移”和 “续完”的活动。对梁发而言，

这位中国新教的第一位华人牧师对于 《圣经》最富创造性的理解和阐释恰恰主要

地就包含于这种 “误读”之中，对此，以下还将通过传统文化对梁发的影响及其

神学观点加以论述。

    3.传统文化的渗入

    在用基督教批判儒释道三教和其他民间信仰以及阐释 《圣经》经文与观念的

过程中，梁发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渗入 《劝世良言》之中，使其表现出

诸多不同于 《圣经》的 “异质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梁发坚持 “处境原则”

的效果。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 “神”、“天’，、“帝”观念，儒家

的性善论及其他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佛教的地狱观念和因果报应说以及道教的个

别术语，都被梁发直接借用或者经过一番改造而融入了 《劝世良言》这部 “中国

化”的《圣经》中。因此，当时的西方传教士马礼逊就直接指出梁发思想中带有

“异教色彩”。对此，有学者认识到:“这所谓异教色彩并不是不良之物，乃是神

学本色化的产物。”27笔者亦认为，这是梁发坚持 “处境化”原则，即从当代人的

26【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伍玉田:《梁发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诊释》，见《广州社会主义学报》，2003年第3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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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来阐释 《圣经》的结果。所以，虽然 《劝世良言》吸取和利

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却始终没有违背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也没有偏离

  《圣经》罪与拯救这一中心问题。

    4.文体的选用

    在文体方面，除了单独引用而没有加以阐发的 《圣经》经文外，《劝世良言》

全书几乎全采用了论说文这一单一文体 (唯一的例外是作者对自己信道经历的讲

述)，但把取自 《圣经》的一些神话包括对于耶稣生平的概括叙事部分都融入了论

说之中，以至于很难将叙事与议论部分加以区分。这与 《圣经》中往往将神话、

历史故事、诗歌和寓言等多种文类分而置之的做法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譬如，《圣

经》《马太福音》第2章可以视为一个包含着几个小故事的独立的叙事单元，而在

《劝世良言》中几乎不可能见到如此独立的叙事成分，取材于 《圣经》的许多内

容在这里都经过了压缩和处理而服务于其某一个论说中心。可以这样说，使 《劝

世良言》各卷相对统一的不是文体，而是某一核心观念:每一单篇文章都围绕一

个中心来谈，几篇合为一卷就把某一问题说得透彻完整了。梁发在 《劝世良言》

中选择论说文这种文体来对国人宣讲福音亦非偶然。这使他能够借之纵横论谈古

今天下之事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同时充分发挥论辩和说服的作用。对此，

本文的第三部分还将详细论述。



      二、观念阐释:《劝世良言》与 《圣经》的内在联系

    前文已经指出，《劝世良言》源于《圣经》，但又不同于 《圣经》，这两个文本

联系中有区别，区别中有联系，两者是如此紧密地融合和潜隐于梁发通过 《劝世

良言》对 《圣经》一些重要观念的阐释之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二者加以严格的

区分。个中原因是:梁发对 《圣经》的理解和阐释始终“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

所规定”，“8他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那些阻碍

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29而且在阐释过程中，《圣经》对他来说“存在

着一种熟悉性和陌生性的两极对立”，30与他相关联的“历史的存在”也始终左右

着他对 《圣经》理解的可能性。以此为基础，本部分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考察

梁发对 《圣经》的上帝观念、罪的观念、救赎观念和末世观念所做的 “处境化”

的阐释，以期发现 《劝世良言》在深层意义上与 《圣经》的内在联系及区别。

(一)上帝观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身处中国多神论的文化语境中，尽管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熏陶，但梁发对上帝的命名和言说均体现出严格的一神论立场。在此基础

上，他对于上帝之存在、上帝之超越性与内在性以及三位一体等问题都作了明确

的阐释。

    1.命名问题

    如何命名 《圣经》中这位 “不可言说”的“独一真神”上帝，这是梁发在 《劝

世良言》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历代入华之西方传教士深受困扰的问题。一

方面，在中国教会史上，无论是延时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还是新教传教士1830

至1850年间对“God”一词究竟应译成“神”还是“上帝”所进行的“译名之争’，，

a【德l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木特征》
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76页。

”【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
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 379页。

m【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
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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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洪汉鼎译，上海:上海

(_上)，洪汉鼎译，上海:上海



其争论的核心问题都直接关涉到上帝的译名或命名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涉及信位

的本源，而在华活动的各基督宗教团体所坚守的信仰又有所差别，故而关于这一

问题的纷争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来华新教教士“对究竟采用 ‘上

帝’或 ‘神’长期争论不休，直到20世纪20年代新教还认为God的译法一直是

使人大伤脑筋的问题”。3‘另一方面，虽然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为上帝命名

是其惯用的方式，然而争论也由之而起，这种争论的焦点则是能否借用中国文化

中原有之“天”、“帝”等观念来指称基督信仰中这位“不可言说”的上帝。例如，

历史上，来华景教士在教义叙述中曾以道家之 “天尊”称基督宗教之 “天主”;以

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却采用了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上帝’，、

“帝”等概念来代指天主教的“真神”⋯⋯但他们的做法都曾受到教内一些所A

的正统人士的指责。梁发亦面临同样的难题，即究竟能否借用中国文化资源中的

“天”、“帝”等概念来言称上帝?

    事实上，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对上帝的所有称谓中出现最多的是“神天

上帝”。这既与他受到“马礼逊译本”《神天圣书》中同一称呼的影响有关，又与

他有意借用传统文化的天道观有关。据查，在 《神天圣书》中，马礼逊最常用的

上帝译名是 “神”、“神天上帝”、“真神上帝”等;曾助其刻印此书的梁发不可能

不受其 “神天上帝”的译名的影响。然而梁发对这一译名的青睐还有其更深层的

用意— 把 “神”、“天”、“帝”等包含着国人各种复杂信念的概念都包容于他所

认识的上帝之中。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中，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老庄之作、墨翟之言，对

于“天”这一意义极为复杂的概念，都作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说口仅就四书五经而

言，关于 “天”的言论可以说比比皆是。如云“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

此谓天之超越;“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诗经 ·天作)))，此谓天之创造;“天生

柔民，有物有则”(((诗经 ·蒸民}))，此谓天之化生人类;“天讨有罪”(《尚书·皋

陶漠》)，此谓天之罚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 ·伊训》)，

31司德鳃等编:《中华归主》(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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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谓天对人之命运的掌管与公义·一 与之相应，这些经书中亦包含着大量的敬天、

畏天、法天、效天等思想。至于这些古籍中，在“天”作为惟一的最高主宰这个

意义上，其超越性、道德性和内蕴性层面上多大程度上与 《新约》、《旧约》中的

上帝相似，这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但毋容置疑的是，梁发将 “天”这一概念附

加到基督教的上帝身上时，能够起到唤醒人们对于传统的最高主宰的原始记忆进

而去崇拜这位外来的上帝的效果。同样，在中国古籍中，“帝”或 “上帝”一词也

屡屡用来指这一最高主宰，且包含有自然之天、超自然的人格神和道德裁决者三

重意义;而早在殷代，中国即产生了祖先神的观念，其后各代各种神灵崇拜更是

盛行。这些无疑构成了梁发为上帝命名的背景，而“神天上帝”一词则几乎是唯

一能够涵盖所有与“神”、“天”和“帝”等相关的观念的称谓。

    《圣经》中的神拥有众多称谓、名号和描述性的称衔，如“全能者”(启4:8)、

“大能者，，(赛 10:33), "至高神”(可5:7),“万军之神，，(诗 59:5),“亘古常在

者，，(但7:13),“万王之王”(提前6:15),“万主之主” (提前6:15) ,“万国的王”

(耶10:7)“永远的王”(耶10:10),“造物的主”(罗1:25),“万灵的父，，(来12:9),

“救赎主”(伯22:3),“天父”(太6:14),“永世的君王，，(耶10:10), "天上的王”

(但4:37),“全地的王”(诗47:7),“众神之神”(申10:17),“至圣者”(但9:24)

等等。与此相同，梁发除了较多使用马礼逊晚年常用的“神天上帝”之外，在《劝

世良言》中他还用了 “神爷火华”、“天地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造养人类

万物之主”、“大主宰”、“天”、“天父”、“神”、“神天”、“万国之主，，、“各皇之皇”、

“神父”、“主宰之活神”等等称谓来违译 “God";不同的是，《圣经》中的神还有

很多喻称，如把上帝称为“生命”(约11:25),“光”(约1:4-9),“真理”(约14:6),

“善，，(太 19:17 ),“美，，(歌 1:16),“智慧，，(伯9:4),“拯救”(启19:1),“公

义”(林前1:30)等，这样的喻称却没有出现在《劝世良言》中。显然，梁发对《圣

经》中众多神的命名进行了一定的取舍。他的用意何在呢?

    从 《劝世良言》中为神所取的这些称谓可以看出，梁发在宣扬和突出上帝的

属性和大能时，有意使之尽可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既存的宗教经验相适应，



以使国人能更好地理解其所信的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例如称其为天，可涵括从

上古流传而来的天的观念;称其为神，贴近国人日常生活中对各样神明的崇拜;

称其为皇，易于树立其权威;称其为主宰，则合乎中国先贤对于孽生万物、使之

运行不息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劝世良言》中的上帝，是“中

西合璧”的上帝。

    2.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梁发尚处于 “传统有神论”的层

次上。“传统有神论”的说法是麦奎利在考察上帝观念之历史性变化中提出来的:

他把上帝观念的发展分为“神话”层次、“传统有神论”层次和“实存论一存在论

的有神论”层次等三个阶段;“传统有神论”阶段是上帝被视为 “存在物中之最大

者”的阶段。而梁发心中的上帝就是作为一种最高之存在物出现的，因为他把上

帝设想成了一位“永坐于天上”(第 38页)实施掌管之职的有实体的神。因此，

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方式实际上就是“试图从某些实体 (具体存在物)之存在

出发去论证另一个实体 (公认是一个崇高的实体，但还是以同具体存在物同样的

方式去设想的实体)之存在”。32下面是他对上帝存在之集中论证:

        “盖世上之人，虽不能得见天地万物大主宰之形象，而亦可见宇宙之内，或生或死

    之人，及飞潜动植，生长盛衰不测之物，则可以推度固知实有一个造化天地万物之主，

    管理世界上万国之人，否则不能成此大世界 即春夏秋冬之令，四时运行亦不定也.”(第

    8页 )

    在这个论证中，“飞潜动植”和天地万物是“可见”的存在物，由他们的存在

可以推断上帝这个最高的存在物的存在。梁发的这一论证过程类似于亚里斯多德

对 “第一动因”的寻找— 他把神理解为宇宙万物的 “第一动因”和 “致动而不

被动的永恒事物”。33这一论证亦与孔子在 《论语·阳货》中视自然与人事的变化

为最高主宰的意志的体现相类似:“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与自然神论者相比较，梁发从万物 “始因”的角度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方式与其是

32【德I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158页。
33【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46页

                                                                    25



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梁发并不否认上帝在此世的持续性参与和行动，亦不否认神

迹、基督代赎和圣灵的工作。这种不同源于梁发对上帝的属性的理解和把握，也

与他对人的罪性和拯救等问题的认识有关。

    其次，梁发所言的上帝之存在亦是通过耶稣而自我显明的。这是因为 “人需

要上帝行动的某种具体表现，某种能捕捉他并使他产生信仰态度的表现”，34只有

自己能够“捕捉”到的“活生生的上帝”才能在信徒心中扎下根来。在 《圣经》

传统中，“上帝并不总是在自然的律则和循环中显明，相反的，他通过人，并在人

类历史的特殊事件中自我启示”。35早先是通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而后是

摩西和众先知，包括耶稣。然而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好像对 “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上帝”少有兴趣，其唯一关注的中心是作为“耶稣基督的父”，是这位 “在

天的父”对于所有必死之人和罪者所具有的普遍的启示意义。因此对梁发而言，

上帝的存在更多的是在基督身上显现的— 在基督里，既发生了上帝的“降临”

又发生了上帝的 “显现”— 上帝从中展示了他的恩典和真理。对此，下文还将

进行专门论述。而 《劝世良言》的内容与 《圣经》的律法书和历史书关涉甚少也

从侧面印证了梁发对于上帝在古代以色利民族中的历史显现是漠视的。这可能仍

与梁发把上帝视为普天下所有人之上帝有关。通过考察梁发对于上帝之内在性与

超越性的论述，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观念隐隐约约的作用。

    3，上帝之超越性与内在性

    对于上帝的属性，梁发首先强调了上帝对于世界之超越性。用当代西方宗教

哲学家的话来说:“我们称上帝为 ‘超越的’时，意思是说，他不同于世界，事实

上属于他的乃是一种不同的存在等级;而且，上帝之存在是先于世界之存在的。”

36可以说，梁发心中的上帝就属于这种超越一切的更高等级的存在，其超越性主要

表现在超越时空和超越人的认识极限这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时间方面，即“‘时间之轴’控制了所有物质和生命世界的进化

34【德】麦奎利 《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356页。

35【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x【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162-163页，



过程”，3了而上帝是超越于这个“时间之轴”的。梁发的认识与此相同，他说过:“我

们在世界之上，了期甚速⋯⋯然在神天看，一千年之久，就如一日之内⋯⋯神天

乃系自永远至于永远之身，常在天之上。”(第 64页)这也就是说，《劝世良言》

中的上帝与《圣经》中“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启1:8),“自有永有”(出3:15),

“不能朽坏”(罗工:23)的神同样，都是超越时间的“无始无终”的永恒存在。表

现在在空间方面，《劝世良言》中的上帝也与《圣经》完全相同，他不仅先于世界

存在，而且“无所不在”;用梁发的话来说就是:“凡崇敬之者，心灵尊爱之，而

神天即在也。”(第65页)

    其次，在超越人的认识极限方面，《劝世良言》中的上帝超越于一般存有，是

一位 “至尊”、“至能”、“至善”、“至真”的神;与人相对有限的认识能力相比，

他 “无所不知”。综观整部 《劝世良言》，凡是 “上帝”这一字眼出现的地方，梁

发几乎都加上了具有超越性意义的修饰语，足见其对上帝这一属性的重视。

    另外，梁发对于上帝超越性的认识也掺杂了一些个人色彩。例如他强调国王

旨意传达以后国中各色人等必须遵意而行，继而指出:“何况神天上帝乃系万王之

王，万国之主，万国之人，自国王以至于庶民，皆在其掌握之中。凡敢抗拒其之

旨意者，怎能逃脱不罚汝之罪乎?”(第100页)在此，上帝己被设想为凌驾于所

有世俗国王之上的“太上皇’，，俨然成为位于彼岸世界的一个可以绝对统治此岸世

界的高高在上的存在物。这种观念使超越一切的上帝沾染了世俗君主的色彩。究

其因，这可能与其所受之中国君权神权一体化观念的影响有关。但即便如此，梁

发笔下的上帝却与 《旧约》中喜怒无常的上帝不同，他并未被描述成一个 “令人

战栗”的 “任性的暴君”形象。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梁发认定上帝的 “全能”，把其理解为通过赏善罚恶

等行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秩序的力量，这与大多西方神学家的认识是相同的。

譬如，神学家汉斯·昆就曾指出，上帝“不是一位随心所欲地以不受限制的力量

处置世界和人的、全能的极权的统治者”;3，同样，在梁发这里，“至能”的上帝同

，【德】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38【瑞】汉斯·昆:U帝存t吗?一洲丘代以来蹄问题之回答 (上卷)，孙向晨译，香hE道R书社，2003年 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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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是对天下万民坏有拳拳爱心的“至仁无限”之神，是带着恩典和福音来使世

人脱离罪孽的拯救之神。而这正是西方学者所谓的上帝对此世的“理性”参入，

其内在性就蕴于其中。正是由于把上帝的内在性与超越性放在了相对平衡的位置

上，梁发对上帝超越性的认识才不至于走向极端。

    可以说，梁发对于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的平衡的把握几乎是恰到好处

的。无论是把自然界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明(尽管他把上帝当成了存在物)，还是对

于上帝在世界中种种作为的表述，都能表现出梁发对于上帝内在性的确认和重视。

麦奎利曾经说过:上帝 “不是那样一个作为冷漠的自我封闭的存在的上帝”，39而

是进入存在物的世界并与之密不可分的“运动的上帝”，他通过自己的创造与世界

建立联系，并以护佑、启示、审判和惩戒等形式和与世界之联系中“扩展和实现”

自身。40可以说，梁发笔下的这个上帝从来都是这种内在于此世的上帝，而这基本

上完全符合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创造是上帝内在于世界的起点。对于上帝的创造，梁发

接受了《创世记》中有秩序的、连续创造这一观念，肯定了人所处的优于自然界

的上帝创世中心的地位，但其具体阐释又与之略有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伊

甸园故事的阐释之中。他如此描述了人的被造过程:

        “神爷火华乃照自像之仿佛，以地土红尘而造成一人，将灵命之气，吹进其鼻孔之

    中.故地土红尘所造之人，即时变为活灵之身体，全身尽善尽美，.⋯，神爷火华造成斯男

    女二人，全体浑然善性，而无恶欲之心‘.⋯其二人虽如为夫妇之亲，尚不识恶欲之情一，

    原始男女二人未犯天律之先，性本全善，所以神人之性，上下合于道德者，在于斯时之

    际.”(第47页)

    在此，人作为上帝创造的中心，其全然皆善的本性得到最大的突出和强调，

这与斐洛等早期的基督教神学观念有较大出入。众所周知，斐洛曾用寓意解经法

对 《创世记》给予了精致细腻的分析，他在解释亚当、夏娃未违背上帝命令之前

【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280页.

参见 【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273-280



的本性时说:“那个理智没有穿上恶德之衣，也没有穿上美德之衣，而是绝对裸体

的，恰如婴儿的灵魂，既不善也不恶，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掩饰。”“在斐洛看

来，在这个用来说明感觉起源的 “神话”中，亚当、夏娃在心灵和感觉方面还没

有活跃起来，他们是不善不恶的。而在梁发看来，“人之初，性本善”是针对原始

初造之人 “未迁之时”的人性而发的，甚至原初之人的德性可与神性相媲美。这

说明全然无恶的初造之人成了上帝创造的最高的善，“代表着上帝工作的顶峰’，，42

在被造世界中理所当然地处于最高的等级上。同样是受造者，人之所以有别于自

然而拥有这种特殊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于上帝是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显然，

梁发在论述上帝的创造时并未忽视 《创世记》1章26-27节“上帝的形象”这一教

义所特有的神学表达，他认为人这个从尘土而来的受造不止被 “吹入”了“灵命

之气”，还被赋予了 “上帝的形象”;而且，梁发把人置于创造中心的结果，使得

拥有 “全善之身”的人被当作了上帝创造的奇迹，上帝与人之间仿佛具有了神学

家布朗所言的那种“亲缘关系”。‘3在此，梁发既肯定了人的受造性，通过人的受

造地位突出了上帝的权威，以期唤起人对上帝的尊崇;却又不至于在上帝与人之

间设下无穷的距离，使人的堕落对于两者之间的 “亲缘关系”的背叛显得更有悲

剧意味，也突出了拯救的必要与可能。

    在梁发看来，上帝之创造包括人的被造是他内在于此世的开端，而与他的创

造联为一体的还有掌管、护佑和救赎等行为，这也是上帝内在性的持续表现。虽

然上帝最初的创造是善的，却也包含着人类这特殊的造物悖逆其旨意陷入堕落境

地的风险，因此，上帝作为创造行为的发出者，必须对之采取新的行动。梁发坚

信，上帝对于所造的人类不会不管不问，而是会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呵护备至;

对于人类的堕落，上帝也决不会无动于衷— 因为这位创造的上帝在梁发看来同

时也是具有仁爱之德的上帝。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既然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那

41【古罗马】斐洛:《论 <创世记)— 寓意的解释》，王晓朝、戴伟清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

年，第 122页。

a2【德】麦奎利
as[美]布朗

文化研究所，

:《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282页
《基督教神学纲要》，转引自【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

1998年，第304页。



么，我们也就是他甚至借助自己的责备而宣告的同情的对象。n 44所以梁发在 《劝

世良言》中对于上帝的掌管、护佑、公义的审判等“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上

帝对于所造的世界实行了有效的管理，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不致混乱;上帝的护佑

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世人之一呼一吸和‘旧用万物诸般”都是上帝所赐;

耶稣基督之献身赎罪标志着上帝的护佑的最高峰;上帝赏善罚恶，对人类进行至

为公义的审判。与此同时，梁发也意识到创造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人类的堕落使

得创造所产生的并非是一个已完成的世界，因而他把创造看作了上帝以对人类的

爱内在于人类历史之中的起点。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梁发关于上帝创造模式的论述与其对上帝属性及上

帝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是吻合的。众所周知，“制造”(making)和“发散”(emanation)

是基督教神学用来阐释创造奥秘的两个模式或类比;而前者是 《圣经》更为常用

的类比，如“神就造出空气”(创1:7),“神造了两个大光”(创 1:16)等。梁发

或受其启发，对于上帝之“制造”行为作了类似于匠人造屋般更为实际的比拟:

        “譬如平地之上，有大及一间，极甚壮丽华美，人人皆知有建造之者，才有此屋，

    非偶然有此华美之屋.但屋乃系小艺之工，尚且不能偶然得成，何况天地万物万类，若

    大之功者，焉能自然而化成哉?定必有造化之主宰也 ”(第38页)

    在梁发眼中，与匠人造屋所不同者，上帝“制造”天地万物乃是一件更为宏

伟的工程，其造化之功更显伟大。这个类比与他一贯强调的上帝的超越性构成了

一种呼应，极为形象地突出了上帝创造的伟大以及上帝与被造物之间的距离和差

别。

    4.“三位一体”论

    总体看来，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自始至终坚持了一神论的立场来言说上帝。

然而他对上帝之超越一切又内在于一切的把握，对上帝创造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理

解及其对上帝神性的深刻体验，使他不再满足于“呆板的”45一神论，而是对 《圣

44 I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10页。
45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 1998年，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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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 “三位一体”的教义做了充分的个性化的阐释。

    对于“三位一体”的解释，基督教神学家和教会史家历来争论不休，形成了

东方教父的 “由三而一”三一论与奥古斯丁的 “由一而三”之心理三一论两种模

型。46梁发对于“三位一体”的认识近于后者，即在更为强调上帝的“一”的基础

上论述三个位格的不同;而总的来看，他很好地保持了一个实质与三个位格之间

的平衡，避免了 “三神论”(Tritheism)的危险，而这在多神论的汉语处境中是

难能可贵的。笔者在此无意去探讨奥古斯丁时期及其后对于 “三位一体”的种种

复杂繁琐的论证，只着力于说明一个问题，即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对 “父、子、

灵的合一与平等”47的始终如一的坚持，因为正源于此，梁发才不至于走上 “三神

论”的 “歧途’，。

    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视圣父、圣子、圣灵为绝对平等的三个位格，其中

圣父作为万物之主宰，有造化之大能;圣子无过受死，有代为赎罪之大功;圣灵

则能 “复生人心灵之善性”(第32页)。可以说，三者在人的被造、救赎与复生的

整个过程中各有自己的作用，这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父”、

“圣灵既不是父也不是子”，翎三个位格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然而 《劝世良

言》中的父、子、灵从来都不是分开的，都是在 “合一”的状态下工作的:耶稣

基督被差遣至具体的存在物的世界之中以及向人类显示其属人的软弱，是为了显

出上帝的公义、仁慈和意志，是上帝把自身“倾泻”出来展现自己的过程;“神风”

(或译“圣神风”等，系梁发对圣灵的翻译)在灵魂救赎中“除去诸般不义之事”，

乃是暗助神天上帝的行动;而在论到耶稣降生之时，梁发则直接指出，“神天上帝

之圣子，同神天上帝一性一体，由神天上帝大圣德受孕降生。”(第35页)其实，

关于父、子、灵三者在实体上的合一与平等，我们在 《圣经》中能找到许多相关

的论述，如 “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等。梁发虽很少直接引用 《圣经》中的

这些经文，但其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无疑深受其影响。

4fi【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47【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48【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二)罪性论

    梁发对人的罪性的认识与其上帝观念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在前文己多少

涉及这一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将注意力从基督信仰之“我一你”典型情境中的那个

“你”转移到对于 “我”的认识上来，集中来探讨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对人之

罪性的理解和阐释。

    在 《圣经》和基督教信仰中，“罪”(Sin)意味着人对于神意的背叛，意味着

人与上帝关系的一种疏离。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正是在人神关系这个层面上

展开了其对罪的根源、以偶像崇拜为主的各种罪恶以及罪之恶果的阐释。

    1.罪性根源

    梁发关于人之罪性根源的讨论是从对《旧约 ·创世记》故事的阐释开始的。《劝

世良言》开篇就引用了 《圣经》的伊甸园故事，借此极为 “痛心”地揭示了人类

悖逆上帝的行为及其邪恶的本性:

        “缘此因亚丹一人犯了天条大律之罪，遂引灾难艰苦入世界之中，而因犯罪，以致

    凡属人类者，皆有死流及于众人也 ⋯ 盖世人犯罪恶之污，谁能由污秽之物，而取出洁

    净者乎?无有能者也。呜呼哀哉!二，，，.都因原始男女二人，固犯天条大律而至，即万类

    雌雄，故由恶欲交礴受孕而成胎.是以世上之人，一出娘胎就有恶性之根 婴儿幼少壮

    劳等人，其肉身血气之性，没有无恶性之情，因此世人必要受死之苦，总不能逃脱此难

    也。”(第2页)

    在此，梁发首先将人类之罪性根源归结为人类 “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

他认为人类始祖由“性本全善”，到违犯神律堕落犯罪，致使人从一出生就有了“恶

性之根”，使所有人在上席面前再也不能称为善，此即原罪;人的原罪亦使其与上

帝之间的和好关系遭到破坏，人类从此永远不配享受“神天上帝”为其预备的“无

穷的永福’，，只能承受死亡和苦难的惩罚。这里，梁发关于原罪的认识与基督教传

统神学所宣称的“原罪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新约·罗马书》中说:“这

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

了罪。”(5:12)若拿梁发的阐释与 “原罪说”的提出者奥古斯丁的言论以及 《圣



经》经文相对照，这种一致性就更为明显:奥古斯丁宣称，“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

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魔，《圣经》亦云:“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

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诗 91:2);以及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了罪人”(罗

5:19)。同样，在梁发看来，自人类始祖犯下堕落之罪后，世人不是由无罪堕入有

罪，而是出世就处于罪性之中的。

    其次，除了原罪，梁发亦将人类陷入罪中的原因归结为自我中心主义，这同

样体现在他对 《旧约·创世记》的阐释之中。

    对于人类始祖为什么会陷于堕落的境地，亦即人为何要做出背离上帝的选择，

梁发将之解释为外在诱惑尤其是内在欲望的双重作用。他指出:人类所以堕落是

由于“听从蛇魔所诱惑妄想一食此树之果，即欲同神天上帝的全知之明，顿起贪

心，重违严命’，。(第41页)在此，“蛇魔”(又被梁发称为“魔鬼”、“邪魔”、“邪

神”等)仅仅是诱惑人堕落的外在因素，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人之“妄想”、“贪

心’，。虽然梁发在另一处曾指出人类始祖是 “一念之差”(第2页)才起了“贪心”

的，似乎人陷于罪恶之中并非必然要发生的，而仅仅是 “一念之差”的结果。然

而，这 “一念之差”透露的却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人的 “骄傲”，亦即人的自我中心

主义，它“不仅仅指人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品性⋯⋯意味着从

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以人自己为中心”。5a或许尼布尔的解释更为直接也更趋近梁发

的解释，他认为:“蛇的诱惑只是外因，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内因乃是因为他们的自

我中心论和自己想成为上帝的愿望，这种自我中心论和自己想成为上的愿望乃是

人类犯罪的总根源”。5，在梁发看来，正是以自我为中心而 “忘记”了上帝，人类

继而才陷入了偶像崇拜等各种各样的罪恶之中。

    再次，在梁发看来，亚当、夏娃的堕落之罪自然是人类子孙后代继承的恶果，

后人因此生而具有罪性，而强大的社会性的罪恶对于个人 “奴役”和裹挟，也常

常是个人陷入罪恶之中的原因。所以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对于 “世情风俗”

49【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10页。

5。张庆熊:《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ss张庆熊:《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

                                                                        33



的败坏作用屡屡痛加鞭挞:“只知人之恶逆，乃有大半皆系习俗狗风所至”(第106

页)，“士农工商及富贫男女各人，迷惑了虚灵之志，死心塌地，彼此跟随，越拜

越真。若有不拜各神佛之像者，反被众人耻笑⋯⋯”(第6页)正是看到了社会性

的罪恶对于个体的强大作用，梁发认为人的罪恶会随着历史发展而产生聚合效应:

即初始之人善念多于邪欲，但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其恶代代相传以至于后来受

“外物诱惑，习染成性，恶意日增，而仁义礼智之灵渐灭”，最后则 “纯善之性亦

息”(第61页)。在此，梁发对于由“外物诱惑”引发的普遍的社会罪恶是深恶痛

绝的，但他并未因此而陷入 “完全败坏”之类的彻底弃绝此世的极端，而是坚持

认为在每一个生命所处的共同的罪恶环境之中，每个人都有选择向上或向下的自

由意志，都有靠着恩典而得到解救的可能性。这在下文救赎论部分还将详谈，在

此，我们先来探讨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所着重讨论和批判的几种罪。

    2.罪性种种

    在梁发看来，自人类始祖堕落之后，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之中，尤以偶

像崇拜为最。我们看到，在 《劝世良言》的篇目顺序编排上，作者有意把对于偶

像崇拜的集中批判放在了首卷的第2篇，紧接于对于人类原罪的探讨之后，从中

足见梁发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及其将之视为原罪之外的万恶之首的认识。确实如此，

偶像崇拜是“一种颠倒的信仰”，“自我偶像崇拜都导致各种傲慢的罪，从而导致

各种分裂的罪⋯⋯对事物的偶像崇拜则导致各种纵欲和贪婪之罪”。52总之，偶像

崇拜就意味着把某种被造物而不是上帝作为献身和信靠的对象，意味着对上帝背

离。因之，《旧约》律法书视偶像崇拜为独一神论的最大敌人，把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作为十诫之首;而德尔图良则在 《护教篇》中指出:

“人类的主要罪恶，世界的最大罪名，招致审判的整个罪状，就是偶像崇拜。尽

管每一种过犯各有自己的特点，按规定也要在其特定名义下受审，可是却都化在

偶像崇拜的总项目之下。”5“同样，梁发也看到了偶像崇拜对于人们信仰上帝的阻

滞作用，对之深恶痛绝、大加鞭挞。在这其中，儒家的 “文昌、魁星二像”、佛祖

52 I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342-343页。
53【古罗马】德尔图良 《护教篇》，涂世华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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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像、道家三清三元之像以及农夫工艺各行人等所敬拜的画像、雕像、塑像等，

都在梁发所批判的偶像之列。在宣布世人都陷入了迷惑于各样偶像之罪以后，梁

发继而指出，只有 “丢弃各样假神菩萨之像，转意归向崇敬神天上帝为主”(第 16

页)，才能免受来生永苦。由之看来，梁发对于偶像崇拜的着力批判与其对于上帝

崇拜的宣扬是联为一体的。

    除了偶像崇拜之罪，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亦对其他各种各样罪恶做了批判，

其中，属于道德生活方面的主要有顽逆、骄奢、傲气、淫逸和贪财等，涉及宗教

信仰的有占卜、问鬼、解梦、风水、看相等。这些均被梁发视为阻挡上帝之道的

障碍。梁发又将所有人分为 “己识神天上帝之人”和 “未识神天上帝之人”:他认

为，后者在已知 《圣经》或闻听过上帝之道的情况下，“不肯弃暗投明”改而信从

上帝，其罪比前者更大，将要遭致的惩罚也更重。

    不止如此，在梁发看来，罪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只有罪的大小的区别，而

无罪与非罪的区别。因此，对于所有人而言，无论其犯下什么样的罪行，都将处

于罪所带来的恶果之中。

    3.罪之恶果

    对梁发来说，罪的严重后果首先是将恶引入世界之中，这主要是针对原罪而

言的，原罪使整个世界陷于罪恶之中，成为恶的根源。我们看到，在梁发的伊甸

园世界中，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最初都是好的:人“全善无恶’，，被安置在“美园福

地”之中;自然界也 “无寒暑水涝疾病死亡之灾”(第41页)。与之相应的是，虽

然梁发多次提到邪恶对人类的威胁，但它不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

上帝并没有造人身上的恶，“蛇魔”是上帝所造的超自然的灵体;由于人类始祖没

有遵守上帝“垂谕甚明”的禁律，才引起上帝在愤怒之中降下各样灾难和恶事的

惩罚，从此人类“内则怒忿忧哀，寿夭俱同一死:外则虎狼蛇蝎，顽物亦准伤人⋯⋯

世世代代都是罪人的子孙”。(第41页) 由此可以论断，在梁发看来，“原罪”不

止使人性处于罪恶之中，而且亦引起了 “自然的”恶— 而将世界上大多数的恶

的根源都归于人之罪，正是基督教传统神学观念在善恶问题上的一大特色。



    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也多次提到罪的另一恶果— 惩罚。诚如尼·别尔

嘉耶夫所言:“一走上恶的道路，人们就不是上帝，而是野兽，不是自由人，而是

奴隶，受死亡和苦难规律的控制”。54梁发亦将人类肉体的死亡和世间的苦难视为

罪的恶果和上帝对罪人的惩罚。与 《论语·颜渊》所宣称的“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不同，梁发没有把人的死亡视为命运的作用或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是把它

归结为上帝对人类进行严惩的手段之一。显然，梁发并未对人的局限性与人的罪

性加以严格的区分;同样，世间的各种苦难也与人的罪性挂上了钩，两者被一并

归入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之中。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人受到了原罪的站污，

他的得救的历史就只能由教化和惩罚构成，这既是正义的，也是仁慈的”，55所以

我们可以视惩罚为一种有效的拯救形式。同理，梁发对世人所犯的偶像崇拜、奸

恶邪淫和不信之罪等各样罪恶的控诉，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当然不是 “定罪”和惩

罚本身，而是彰显上帝对人类进行拯救的必要。

    单就惩罚来说，梁发认为有现世与来世两种。对于现世惩罚，梁发指出:“恶

人在世上未定其罪，未罚其恶，待死后才刑罚之者，神天上帝亦欲其或能醒悟痛

改恶逆，回心依赖救世主之功，则赦其罪，免受永远之苦。”(第93页)由之看来，

上帝对于人类此世罪恶 “淡然处之”是为了给人们归主悔改留下余地，这也与梁

发一贯强调的上帝之仁爱本性相一致。进一步而言，在梁发这里，现世惩罚的相

对 “缺失”亦丝毫不影响上帝之临在和公义，因为在上帝末日审判之后而来的地

狱惩罚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这一“缺失”。

    与现世的惩罚相比，梁发尤为注重来世的惩罚，极力宣扬地狱惩罚之苦之烈。

例如，他笔下的地狱世界是一个 “永远污秽”之所，这里有 “永火”、“苦渴”、痛

苦的刑罚，甚至还有“众鬼使乱拘打”:所有有罪的灵魂在人的肉身死灭之后，都

将被拘入地狱之中接受永罚。梁发对于地狱恐怖的渲染及地狱惩罚的强调，将基

督救恩之下人类信或不信的回应置于上帝对于人类灵魂的末日审判之中，这既可

5" I俄】尼·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9-120页。
55 E德】卡尔·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 208页



以起到警戒和 “威慑’了生者进而引导其走向基督信仰之途的作用，亦对现实中为

何 “恶人未遭恶报”这一洁问做出了回答。

    总的看来，梁发对人的罪性的阐释，采取了与奥古斯丁相似的路线，即从“原

罪说”出发，以强调人的堕落作为起点来论证“恩典说”和 “救赎论”。下面我们

就集中来探讨 《劝世良言》中梁发对于救赎问题的认识。

(三)救赎论

    对于人的罪性的思考，最终必然走向对罪的赦免和拯救问题的关注。因此，

梁发的救赎论也是在其对人之罪性的探讨过程中形成的。上文已经指出，梁发把

罪的根源追溯到了人本身— 无论是原罪、自我中心主义或社会性的罪恶，其根

源都在于人的意愿和人的自由选择本身。受此观念影响，梁发一方面认定人不可

能在罪恶之中自救，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另一方面，他又赋予人更多的

选择的自由，极力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对于救赎的重要性。

    1.基督的救恩

    梁发首先肯定耶稣是拯救工作的承担者，指出人们只有敬信 “救世主”耶稣

代为赎罪的功劳，依靠其救助之恩，才能得到罪的赦免，灵魂才能得救。因此，

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多次对耶稣降世、传道、受难和复活等事件及蕴于其中

的救赎意义进行了阐发。在梁发看来，耶稣降世，意味着对其“至尊至贵之荣”

的舍弃;耶稣 “屈居”尘世之中，是为了 “令世人观之有法，效之有则，不致终

迷于邪恶之道，永沈地狱之苦”(第16页);耶稣传道，是为了劝谕世人崇敬上帝，

明示人类灵魂之重要;耶稣受难与死亡，是他拯救工作的最高峰;耶稣复活升天，

则是其神性和永远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的显示。而在梁发所提出的人生所要

遵行的 “三条大纲”，即要尊崇上帝、认识灵魂之重要和相信耶稣的救恩中，相信

耶稣的救恩是最为重要的一条，他甚至认为耶稣的救恩比上帝的创造之功还要大。

    当然，梁发并没有忽视基督的救恩与上帝的干预与行动的联系。梁发指出，

L帝之所以能够却没有尽然赦恕世上恶逆之人，是出于公义;上帝之所以没有尽



然珍灭恶逆之人，则是出于仁爱;正是这位公义恩怜的上帝差遣其独生子耶稣降

世代死赎罪，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就是上帝表现自我的事件。在梁发这里，上帝通

过耶稣显现的恩典是先在的，每个人对之不同的回应态度决定了其获救与否的生

命结局。

    2.自由意志

    关于人如何得救的问题，梁发重视基督的救恩，但并不坚持不近情理的预定

论，而更为看重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坚信个人获救的现世性，即一个人最

终能否得救取决于现世的信德和行为。我们知道，在新教改革宗尤其是加尔文宗

神学中，预定论是极其重要的教义之一。加尔文指出:“参照《圣经》经义，我们

可以这样说，上帝系经过深沉的考虑，才决定谁该获救谁该毁灭，而且，这种决

定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就作好的。对于上帝的选择和考虑，我们相信除给予他的恩

典外，完全是无理由的。那获救的，其获救完全与其善行无关。至于那定罪的，

其永生之门，在似可理解与似不可理解之间，即已关闭。”’石在此，上帝预定人之

沉沦与获救是不管人的善恶功过是非的。而在梁发看来，上帝并未预先限定某些

人不能得救，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均有选择这

种先在的救恩的自由与权利。因此，梁发指出:“祸者，顺人欲，从世俗，不信耶

稣，此之谓祸之源也。福者，认识神天上帝，遵守真道，敬信耶稣，存心为善者，

此之谓福之道也。斯二者，由人自取之。永祸永福，亦由是而赏罚之耳。”(第 122

页)这种救赎论并没有否定恶者的获救，反而使得 “堕落方面的恩典之承纳，与

德性位格方面的恩典之接纳一样，同样是可能的”。”实际上这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宣扬的 “无限代赎论”(Universal Atonement)极为相似。

究其原因，或许与18世纪中期以后卫斯理宗对于伦敦会所属之公理宗的强劲影响

有关，而梁发恰恰就是伦敦会的成员。

    显然，在梁发关于人的堕落的解释中，本身就包含着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这层

“【法l加尔文:《基督教要义》转引自【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下)，台湾幼狮文化
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 579页。

[德】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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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人类既有选择向下堕入地狱的自由，又有选择谨遵上帝戒律而 “成圣”

的可能，这为人类获得救赎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可惜现实却是，人类擅用了这种

自由，自己做出了堕入罪恶的深渊的选择。但是梁发并不由此而陷入人类全然败

坏的悲观主义之中，而是在强调人具有普遍罪性的同时坚持认为，只要相信远远

大于罪的赎罪的恩典，任何人都能最终得救。如此看来，梁发所坚持的救赎论就

比加尔文主义者的预定论显得更为合理，尽管后者对人的自由意志也并不持绝对

排斥的态度。两者的差别，在对恩典和自由意志两个方面的认识上都有体现。加

尔文主义者“将不同的实现拯救的方式归结为上帝的行为和意志”，58认为只有很

少一部分人有资格达到得救的目的，而且所有人都不可能参透上帝为何做出了某

种预定。当然，关于其预定论的神学思想和解释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对其理解也

各有不同，但其容易让人对上帝的恩典感到怀疑或者失望的 “缺陷”已是诸多学

者的共识。与之不同，梁发虽然认同上帝具有绝对独立的自由意志，承认上帝的

恩典的重要，但他并未走上预定论的道路，而是赋予人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因为

在梁发的视野中，上帝的恩典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他不规定个人最终的沉沦或获

救，个人对于恩典的接纳或拒斥态度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这样，他通过 “反

预定论的恩典”既重申一切拯救活动皆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又突出了人的自由意

志，从而使自己的救恩理论更具积极意义。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梁发突出在救赎道路上个人主体性选择的自由并不意味

着他对上帝权威和临在的否认。相反，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始终坚持人有限的

选择的自由与上帝信仰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把个人的行为和信德统一于耶稣的救

恩之下。

    3.人的回应

    在维护上帝实施拯救的主动性以及人寻求拯救的自由意志的同时，梁发把人

的认罪、悔罪作为对于救赎恩典最初的回应。以此为基础，他把对于灵魂的正确

认识，把人的善行和信心都视为对于上帝的积极回应。

5【德]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朱彦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39



    梁发认为，作为对救恩的回应，人首先应认识到自己灵魂的重要，领悟到耶

稣之“献身”赎罪是为了救人灵魂在来世免遭“永苦之报”。在这个问题上，梁发

始终坚持的是身心二元论。他指出，“人有两个生命，肉身一，灵魂一”(第56页);

其中，人的肉身总免不了死亡的毒钩，而灵魂 “乃系人心虚灵不测之妙神，由神

天上帝赋予人身内的明悟、记含、爱欲之情也”(第34页)，是有始无终、不死不

灭的，在存有的时间上胜于肉体。除此，梁发认为，灵魂的价值比之肉身亦更为

宝贵，所有人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要么得享常生永乐之福于天堂，要么沉沦地

狱受永苦;因此，拯救是对的灵魂的拯救，灵魂如此之重要以致上帝舍得让其独

生子无罪受过。所以，梁发指出，否定和忽视了灵魂的存在和重要，就无法认识

“救世主”耶稣，当然也无从得救。

    另外，对于基督徒而言，救赎自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但是，由于任何信徒

都处于 “我一你”之情境中，所以救赎同时也就是人在面对上帝时如何通过自为

来处理其与上帝之关系的问题。对此，在承认上帝恩典之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前提

下，梁发主张“信心”和“善行”二者并重这种救赎方式。他说过:“独有这样之

人，生在世上之时，日日修身积德，存心敬畏神天上帝，遵神天上帝圣诫而行，

信从救世主耶稣代赎罪之恩，依靠其赎罪之功，可以求得诸罪之赦，专心从善。”

  (第 1巧页)在这里，信是认识恩典进而得救赎的钥匙，而行善和远离恶行是拿

到这把钥匙的必要前提;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在 《劝世良言》中，还有许多诸

如此类信善并重的例证，这与路德新教神学主流所标举的“唯独信心”说是有所

偏离的。因为梁发一直强调仅仅靠着信心是不够的，还要“修心养性，作善蓄德”

  (第 59页);并且不行善则无以得救，并将遭到恶报。不难看出，在梁发对人的

救赎的认识中，也融入了儒家的思想，即把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下的人的修心养性

等行为作为了得救的起点，从而走上了一条中西调和之路。所以有论者指出:“梁

发救赎观的最大特色是他把基督教的 ‘信仰主义’、‘他力主义’与中国文化中的

  ‘行为主义’、‘自力主义’相结合。" 59

59伍玉田:《梁发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诊释》，见《广州社会主义学报》，2003年第3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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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梁发也认为，作为对恩典主动回应的人的行动应是出自信徒的爱德，

但这种善行必备的“仁爱之德”己与儒家的仁爱观念有了很大出入。就这种爱德

所爱的对象而言，第一所重者为“神天上帝”，而不是儒家的“仁者爱人”(((论语 ·学

而)));就爱的本质而言，前者是遵从基督之意而行的“爱人如己”(可12:31)，后

者则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的由己推

人的有差别的爱。

    总体看来，梁发无论是对信还是对善行的强调，都出乎人的自由意志。信意

味着对于上帝和耶稣救恩的态度，行则是这种态度的外化。两者都要求人对上帝

做出正确积极的回应，都是使得人的灵魂终获救赎的重要方面。

  (四)末世论

    对于信徒而言，人的救赎问题直接关系着人类灵魂的最终命运与世界、历史

的格局。因此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探讨救赎问题的同时，亦对“终末之事”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并不成体系的末世论。在梁发的视线所及之处，末世与

此世、彼岸与此岸世界是联为一体的。在此，我们就梁发主要关注的永生、死后

审判、天国等问题展开讨论。

    1.永生

    肉体与灵魂、死亡与复活都是重要的宗教主题。上文己经提到，梁发在 《劝

世良言》中坚持认为，人的肉体是必然走向死亡的，而灵魂的生命是永久的、更

为宝贵的。这种轻肉体重灵魂的态度使其尽管也偶尔提及末日审判时肉身的复活，

但更为关注灵魂之永生。在梁发看来，人由于陷于罪恶之中，其心灵善性已失，

不能再辨别善恶而行;所以耶稣作为 “复活人灵魂生命者，又生人之善心者”(第

49页)，己经通过其十字架上的救恩为人类的灵魂开启了进入永生的大门— 任何

人，只要信于 “救世主”耶稣并谨遵其道而行，即可得享永生之福。也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永生就被现代人视为 “存在在人之中的运动，是以基督为承担者和揭



示者的恩典的运动”，6。而人们对永生的追求，就意味着在生前对于耶稣的救恩要

做出积极正确的回应。同样，在梁发这里，复活之后的永生及相随之永福不止是

一种应许和酬报，而且与此岸之生活息息相关— 人们在现世的一切行为和信仰

都关系着灵魂的最终归宿，而只有关心灵魂永生者才能“生时心获常安，至死后

亦得永乐”(第29页)。由此看来，梁发并未把事关生前、死后的此岸与彼岸世界

截然对立起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2.死后审判

    梁发认为，只有信者最终才具有永生的生命形式，不信者则堕入地狱受到永

罚;所以死后审判成为两者之间的 “分水岭’，。为此，梁发对于 《圣经》中死后审

判这一观念极为重视。他首先将死后审判做了“小”与“大”的区分:

        “盖审判由大小两次.第一次小审判，系世上不构何处之人，死了之后，灵魂即离开

    肉身，瞬.息之间，神天上帝就审断其一生之事，或善或恶，即判定赏罚之.第二次大公

    审判之日，在于天地万物被火烧毁，世界穷尽之时，万国内所有各代善恶的人尸身皆复

    活，与灵魂结合聚集在于一处，听候救世主耶稣逐一审断之。善者赏其更加福，恶者罚

    其永受苦。这是善恶之报，大赏大罚之日”(第113页)

    其实，这就是西方基督教神学家依据 《圣经》做出的所谓“私审判”和“公审

判”的区分:前者讲的是个人的受审，后者则关涉世界和全人类的终末。在 《劝

世良言》中，梁发虽然也对后者有所讨论，但相对而言更为关注个人的死后受审。

因为，在梁发看来，善恶之报昭然若揭，“人所共知，并非爽语”(第19-20页)，

最好是死时即定，不必延期至不知何时来临的末世才见分晓。当然，受 《彼得后

书》的影响，梁发亦驳斥了对整个世界的末日审判的怀疑态度，告诫读者审判的

时日看似延迟，其实乃是要给信徒留下悔改的时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

日”(彼后3: 8 )，上帝的时间尺度与世人实不相同。至于“大”、“小”两个审判

之间的情形，梁发作为一名新教的宣教士，在 《劝世良言》中也根本没有谈论炼

狱之事。

60【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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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 《圣经》所宣称的那样，无论“大”“小”审判，梁发也都将之视为上帝

绝对公义的审判。这种观念与 《圣经》完全相同。如 《新约 ·歌罗西书》3章 25

节宣称:“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梁发则指出:“公审分

明，并无纤细之差。”(第 116页)因而在梁发看来，“上帝将把死者与生者都召集

到他的审判席前”6，的末日审判正是上帝正义之显现，而上帝已通过耶稣的救恩赐

予了足够的仁慈，他在这一前提下根据人们不同的回应态度做出的 “初审”也是

完全公义的。

    3.天国

    梁发认为，经过了末日审判的人的灵魂只有两种归宿:“盖人死了之后，世末

之日，依圣书所论，独有这两处地方，赏罚善恶之人，不是受赏上升，就系永坠

地狱。”(第 115页)关于梁发对地狱及其中惩罚的认识，前文已有所论述，在此

仅探讨梁发在末世论的背景中对于天国 (亦被梁发称为 “天堂”、“神国’，、“神之

国”等)的阐释— 在 《劝世良言》中，尽管梁发也承认天国在此世的成长，但

他并不设想天国在地上就能实现，因而更多的是从末世论角度出发来谈论天国的。

    首先，梁发对天国做了未来天国和地上天国的区分。他指出:“天国二字，有

两样解法。一样，指天堂永乐之福，系善人肉身死后，其灵魂享受之真福也。一

样，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稣的众人，聚集拜神天上帝之公会也。”(第21页)总

体看来，梁发对天国的这种 “二元论”模式的解释基本上是合乎 《圣经》传统的。

但在《劝世良言》中，他极少论及 “地上”教会的作用，更多的是强调个人对于

上帝的敬信和尊崇。由此来看，梁发并不怎么认可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先锋这一

地位，他所看重的只是个人在未来天国的要求下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因此，梁发在具体描绘地上天国时极力强调的是个体的信从行为而非教会的

作用:“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

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

宝，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德】莫尔特曼:《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阮炜等译，香港: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94年，第 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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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平好世界矣。”(第100页)在此，通过个人的“成圣”、由一而多是达到天下

大治理想的途径。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地上天国又带有浓厚的儒化色彩，与儒家

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如出一辙。试比较 《礼记·礼运》之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

闭，是谓大同。”显然，梁发之地上天国与儒家大同世界所不同者，只是他将个人

的道德追求和自我的实现归于遵信上帝而行的名下而已。

    与地上的天国相比较，梁发更看重未来的天国，对之做了更多描绘和强调。

在梁发看来，“天堂圣洁安乐之所，并无丝毫秽浊点燃之污，乃光如太阳，明如月

亮，清如琉璃，白如雪之花，没有日夜之分，常如白昼一般，永远光明矣”(第66

页);定居在新天新地的灵魂将“享嗣无穷无尽之福，永无忧患，无病无灾，时时

极乐，世世无迁，没有休息，乐之至也。”(第 115页)在此，梁发对天国之光明

的描绘与 《新约·启示录》21章11-25节对于天国的“光辉”和明亮的描写一样，

都是一种神话式的想象;梁发把上帝国视为一种 “对世界、罪与过失、命运、疾

病、贫困和死亡的胜利”62亦有丰富的《圣经》经文为依据，如 《新约·启示录》

21章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梁发神话式想象中，天国超越了尘世的一切圣洁之物、

光亮之物，超越了世俗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和不幸，成为向所有信从耶稣者开放的

至洁的圣所，这也是梁发视之为最美好的期待和追求。正是充满了对于天国的这

种终极性的期待，梁发才宣称世人都必须经过穷尽毕生的“劳作”方能参与和分

享上帝之国;而梁发本人，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也确实在 “献身”于这个 “靠着

信心才得看见”的“神圣的存在”。63

62【瑞】拉加茨:《上帝国的信息— 成人教理问答》，朱雁冰、李承言译，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第35
页 。

‘」【德】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W，何光沪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8年，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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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探究:

《劝世良言》

梁发释经的特点及原因

    总体看来，

成严密的体系，

梁发在 中对 《圣经》一些重要观念的阐释虽然并不

却也形成了自己的神学思想，诸如上帝观、罪性论、救赎论和末

世论等，这些观念源自 《圣经》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中国化’，、“处境化”了。

按照加达默尔的诊释学理论，这是因为梁发对于 《圣经》的理解本身已经构成了

“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此包括了“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这就是说梁

发在理解与解说 《圣经》的过程中，作为原型的 《圣经》在纳入梁发的自我理解

中时被扩展了，作为摹本的 《劝世良言》因此成为梁发的一种思考和自我表现，

而不是单纯的摹仿。用加达默尔的话来说:“这种思考必将意识到，它自身的理解

和解释决不是一种依据于原则而来的构想，而是远久流传下来的事件的继续塑造。

因此这种思考不会全盘照收其所使用的概念，而是收取从其概念的原始意义内涵

中所流传的东西。”64这种·“继续塑造”突出表现在梁发善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

源来阐释 《圣经》，或者借基督教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他或拿传统文化

中的某一概念直接代替基督信仰中的特定概念;或在阐发某种观念时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取其合己者而用;或借批驳传统文化浅陋荒谬之处而确立基督信仰之

基⋯⋯他对上帝观、罪性论、救赎论和末世论的阐释概不出此种种方式。

    若从细处来看，受其 “处境化”阐释策略的影响以及时代和处境等因素的作

用，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又具有以下特点。

(一)“伦理化”特征

    首先，与其对 《圣经》的“处境化”阐释相应的是，《劝世良言》沾染了中国

封建伦理道德的色彩，具有 “伦理化”特征，即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和他坂依

基督之途更偏重于世俗伦理道德方面的遵从和追求，尤其是其中包含了对儒家伦

理的认可和接纳。譬如他奉上帝为 “至仁”之神，赋予上帝仁爱的品德，这无疑

.I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导言》(土)，洪汉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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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用了儒家的仁爱观念。而他关于“始初受造之人”本性全善无恶的认识，无

疑与其所受的儒家性善论影响有关。在中国多元的人性论观念中，孟子的性善论

是最能代表儒家特色的人性观点:他从人人所共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

  “辞让之心”和 “是非之心”出发，为以仁、义、礼、智四善端为核心的性善论

做了论证;他认为这四端是人固有的原始情感，决定了人的先天的善的本性。这

一学说在 《劝世良言》中刻有明显的烙印，譬如梁发指出，“最灵明”之人类元祖

  “所以为万物之虚灵者，因其有灵魂之妙神，及仁义礼智之常性”(第37页)。除

此，他笔下的耶稣也成了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最终“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

最大程度地体现了 “爱人”的道德境界;同时，在梁发看来，耶稣立人立言，为

人师表，博施于民，实际上是一位合乎儒家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以上所谈到的

这些都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结果。

    但是梁发并未全盘照搬儒家思想，而是用改造过的儒家伦理纲常为宣扬福音

所用，这是梁发的一个重要连释策略。在 《劝世良言》中，他先是把儒家的三纲

五常称为“圣贤之道”，肯定其存在之价值，譬如把人的仁、义、礼、智、信归结

为上帝的赐予，把仁、义、礼、智之灵的泯灭视为人受外物诱惑而陷于罪行中的

严重后果。继而他又指出了儒家伦理纲常之缺陷，认为它不能回答人与万物的关

系、人的罪恶、人的报应和肉身死后灵魂归宿等问题，并指出这一切问题的答案

都蕴含于 《圣经》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梁发把儒家伦理纲常放在了一个不完满

的起点位置，一个伦常的层次上;而上帝之道则处在更高的、直达终极的层次上。

所以通过遵从上帝之道而行，人们能够“不独久安长治，且使世界之上，那奸盗

诈伪之徒，必交相劝勉，改悔前非，正所谓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也。”(第 85

页)在此，只有 《圣经》才是经由圣贤之道而进入上帝之门的钥匙。这样，他便

巧妙地舒缓了儒家伦理纲常与上帝信仰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避免了人们在保守

传统和树立基督信仰之间做出抉择时所面临的那种自我身份“割裂”的危险。

    另外，梁发十分重视个人行善和修德养性，即注重个人之自我实现的诉求对

于信靠上帝之重要，这亦体现出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对他的影响。中国历来都极看



重个人之修养功夫，肯定人的自我实现。受此影响，梁发虽然极为重视基督救恩

的必要，但他并不否定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价值。因此梁发指出“人修心养性，作

善蓄德，乃本分当然之理”。(第59页)在他看来，自我实现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信

仰的预备，只有同时靠着行善和信心才能进入天国。很明显，这种伦理本位主义

倾向和道德修行的诉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要素，也是受其教育和熏陶的梁发

的行为规范和生命质素，这与长期以来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

构有关。

    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政治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

形成的两个重要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

系统”。石5而“这种伦理本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主宰和支配了文章的生命存在。

从 ‘五经’到蒙书，都典型地体现出了这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66同样，

梁发的 《劝世良言》也无可避免地折射出这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

(二)护教倾向

    梁发在阐释 《圣经》的过程中表现出极为明显的护教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他

对中国其它各种宗教和信仰的批判、对于 《圣经》真理性和权威性的极力维护以

及对基督教新教的辩护之中。

    1.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

    梁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应是复杂的，既有承继、吸纳和改造，又有 “非议”

和批判。上文已侧重于前一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着重考察梁发对中国传统宗教

的批判。

    梁发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颇多 “微词”，尤其是对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宗教进

行了严厉的批判。众所周知，中国宗教之多样性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可比拟的。

在中国，“儒道佛三教长期并立，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先后传入。除此之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第210页

“任遂虎:《论中国古代文章的价值取向》，见《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1期，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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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性的宗教、民间宗教、地方祭仪和国家祭仪。这些宗教

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发生着影响，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家族、社团，对中

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有着深刻的影响’，。67在 《劝世良言》中，梁发

也给我们描绘出各种纷繁复杂的宗教信仰四处流行的盛况:“盖上古之世，不过拜

山川社被忠臣义士之偶像，则近来之世代，士农工商，上下人等，各用自己之意，

做出无数神佛之像而拜求之。或用纸画的像，或纸写的字，或石琢的像，或木板

刻的字，或木雕的像，或泥塑的像，或四方之石，或三尖的石，或瓦烧的像，总

总之物，不能屈指而算。”(第 3页)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梁发与明清

之际的中国天主教护教士相似，亦用 “真实性”和 “有用性”这两条标准来衡量

和批判之。

    梁发在饭依基督前曾入了佛门以求罪的解脱，对佛教教理有较多的了解，因

此他对佛教的批判也就更为深刻，可谓入木三分。首先，他反对佛教徒们一件善

事不做却企图靠着 “朝夕念经拜佛”而 “明心见性”和享受 “西天极乐”，他认为

这只是虚无的幻想。继而他又列举那些贫乏和受极苦而死的和尚之种种生活惨状

来论证 “佛祖”之 “无用”，指出佛教学说纯粹是 “煽人惑人而已”。梁发对道家

的批判同样采用了这两条标准。他指出并 “未见有人升天上为神仙”，反而见到那

些道士 “在街上讨钱丐食，饥寒不堪，被人耻辱”(第3页)之状，以此来揭示其

“欺骗”性和 “无用”性。除此，梁发一一列举了农工商贾之人 “迷惑”于各样

偶像崇拜的行为，指出其“虚妄”和“无用”，并进而分析了其根源和危害。他认

为私欲、无知和受惑是人们陷入各种偶像崇拜的原因，其结果是产生了“无所不

为，徒求热闹，害民伤财，费时失业”等社会问题。

    相对而言，梁发对儒教的态度较为和缓，因为他认为其有两面性，其中有与

《圣经》暗合之处。一方面，他指出，儒教所立文昌魁星二像是无用的，并不能

保佑大部分读书的士子高中，世人之所以敬拜他们是受了“妄想功名”的驱使，

67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年，第 221页 。



所以“儒教亦有偏向虚妄”(第3页)之嫌，这是他反对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

  “盖儒教所论仁义理智之性，至精至善至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其与

  《圣经》所不同者仅在于 “儒家独论性而不论灵魂”〔第34页)。这体现出他对儒

家有保留的赞同的态度。

    2.对基督教的辩护

    不难看出，在梁发这里，批判是由破而立的起点，这是因为 “原有信仰的失

效必然导致寻求新的信仰”。m说到梁发对于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其实质是在为

其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开道。因此，与他对中国传统宗教和各种偶像崇拜的

猛烈批判相对应的是，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不遗余力地为《圣经》和基督教进

行了辩护。

    对于 《圣经》，他反复强调其真理性，称其为 “真经圣理”、“真经圣道”、“真

经圣典”，认为它是 “耶稣救世真理之书，都是劝人去恶为善的好书”(第83页);

指出《圣经》具有“奥妙之旨，隐微之义”，非存谦虚之心不能感悟其意;指出其

有普世一统的性质— “夫万国万种之人，虽有万样之理，万品不齐，惟其齐于

一者，救世真经圣理也。”(第33页)总之，梁发对 《圣经》的认识与评价与当代

信徒的认识是相同的:“《圣经))不单是一本激发人的情感、想象力，以及对上帝

崇敬的一本书;它更是显示人的心思意念，叫人看出自己内心的败坏，因而渴慕

上帝在基督耶稣身上所施救恩的一本书。”69

    同样，梁发对于基督教新教也给出了有力的辩护。在与马礼逊、米怜等来华

牧师的交往中，牧师们为了基督事业勤奋工作、淡泊名利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梁

发;梁发的精神追求正与之相契合，这成为他信教并为他们的行为及信仰辩护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梁发看来，这些传教士作为 “真经圣理”的传播者，其来华的

日的是使人改恶学善，敬信 “救世主”耶稣并依从救世真经而行;他们都是具有

“仁爱之德”和 “爱世之心”的正人君子，因之世人应理解、接纳而不是排斥他

69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年，第229页。

69周天和:《新约研究指南》，香港:崇基学院神学组出版，1990年，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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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3.护教的双重原因

    除了自我的精神追求，还应该看到，来自清廷官方的政治压迫，来自民间的

基督教的反对者的敌意和攻击，这种历史文化处境亦促使梁发为基督教及 《圣经》

在华传播的合理性做出辩护。

    首先，就统治阶层而言，在梁发酝酿和写作 《劝世良言》的时代，清王朝对

于基督宗教依然奉行自康熙统治后期以来愈来愈加严厉的禁教政策。这是他进行

护教活动的主要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早在清初，统治者也曾对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如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

耶稣会士汤若望，尊其为 “玛法”(满语 “爷爷”的意思)，并经常向他学习天文、

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康熙亲政后虽然发生了由杨光先掀起的短暂的

排教风潮，他仍然认定天主教并非邪教，对之实行“宽容法令”。所以，直至“1670

年(康熙九年)，全国各修会统计所属信徒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人”，7。天主教

在华发展势头仍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

    然而，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随着天主教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愈演愈烈，

乃至于罗马教皇和清廷相继卷入和争持不下，最后清政府发出了“禁教”令，规

定那些不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不准在中国继续传教。1724年，即雍正帝即

位后的第二年，清廷下令对天主教奉行全面禁教政策，“官府加紧了对天主教徒的

搜集和迫害，教会在非法的状态之下苟延残喘”。71此后，"18世纪至19世纪的中

国，历雍、乾、嘉、道四朝，虽然当政者禁教的程度松紧不一，总的趋势却是愈

来愈严”。72直到1840年左右，中国天主教会教务一撅不振的局面才略有改观。

    梁发所信从之新教 (在当时亦称为“更正教”)亦是在这种困境中艰难地发展

起来的。作为信徒和宣教士，梁发深受禁教政策之苦。1812年，清廷颁布了禁止

基督教的谕旨，规定:“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构，希

70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年，第59页。
71顾卫民:《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史略》，见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 298页。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



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PE为

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 (洗礼也)者，斩

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731826年，满洲政府更是将此禁教条

款稍作改动写入了大清律。为此，梁发当时为马礼逊刻印 《圣经》是违法的，他

编写和分发宣教的小册子更是不见容于当局。他也因此而一度身陷图圈，受到棍

责、课以罚金等惩罚。然而，对于梁发来说，这些外在的压制并不能使其心志有

任何更改，反而愈加坚定了他的信仰。他如此认识和解释自己所受之痛苦和磨难:

这 “谅必是我自己的罪恶所招，神父令此刑罚责备我，欲我速悔改之，免受更重

之刑罚⋯⋯我受捕苦破费银钱之后，并不敢因捕苦而背负救世主代赎救之大恩，

乃说自己因犯罪而受神父该责罚”。(第83页)由此而知，严厉的禁教政策是逼迫

他深思自己所选择的信仰之道，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思考去维护其正当性和合

理性的一个重要外因。可以这么说，在主观意图上，梁发似乎无意与官方争辩基

督之道是否为邪教，然而他却以实际行动— 创作 《劝世良言》一再论证了更正

教的种种 “好处”，确实起到了更大的护教作用。

    其次，除了官方的压迫，下层士子和平民百姓对新教 (包括天主教)所怀的

颇多敌意亦使梁发感到护教的必要性。当时，基督宗教在官方是 “邪教”，在民间

则以 “洋教”面目出现，均备受非议、猜忌甚至唾骂。在1832年 《劝世良言》问

世之前，西方传教士如马礼逊等人的活动并未与殖民侵略有染，但是 “在承载几

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出现在中国的，是

以向中国传统挑战的方式出现的”;’咬而且，“对于中国人和他们的历史来说，基督

宗教不但是外来的，而且相对来说仍属于少数信众的宗教”。’5所以出于对教义的

无知、偏见和对洋人传教目的的任意揣测，许多人对于基督教及其信徒多是敬而

远之，或排斥打击之。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基督教徒所占人口比例非常

7”【英】麦沽恩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8页
74赵晓阳:《文本与口述之间— YMCA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基督教研究中》，见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仗基督宗教研究》〔第7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518页。
7s温伟耀:《中国基督宗教教义学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中的新取向— 十个课题、两个趋势》，见卓新平、许志

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 7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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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其生存的社会空间也非常狭小。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之人，教门繁多，繁

华之地，人心据傲，欲速变化其心归向真道，诚恐未能有效⋯⋯只因中国之人往

往胶固在万样偶像，根深蒂固，忽然欲拔除改变之，亦不容易矣”。T6因此可想而

知，作为一位有很强的传教动机和传教意愿的华人牧师，梁发极力想消除普通民

众对于基督宗教的“偏见”，一再宣扬其教义的合理性，其信徒活动的正当性和正

义性，以树立起基督教的正面形象为己任。

    总之，官方的政策和民间的态度均未能动摇梁发信仰的根基，反而促使梁发

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护教意识的宣教士。无论是对中国原有信仰的批判，抑或对

于外来之基督教和 《圣经》的肯定与推崇，梁发之言行皆归于一处，即始终如一

地坚持为基督教辩护。但是也不能否认，梁发的信仰与西方基督教正统神学观念

相比己发生了一些变异，带有了某些 “异质性”的特征。

(三)“异质性”特征

    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与西方传教士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呈现出一些 “异质

性”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 《圣经》的阐释往往带有儒化色彩或佛光道

影，例如他将儒家思想纳入基督信仰的视野和范围之内的企图随处可见。对此，

马礼逊亦指出:“梁发实有一些心得，虽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

彩。”77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带有 “异味”的阐释方式呢?

    任何文化都会具有与其他文化不同的特质，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交汇的时候，

必然伴之以对立、碰撞甚或是冲突。而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排他性和同

化性，使任何外来的文化和宗教在面对这种强势和高傲的态度时都显得“黯然失

色”。在中国中心论长期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往往 “自信文化之高，视中国以外

的民族，其文化水准皆甚低，所以有 ‘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自尊”。78而在

中国国势衰微之时，这种强烈的自尊则转变为一种盲目的自大和自傲。这迫使外

16【英】麦沾思:《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35页·
”【英】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28页。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40年，第21-22页，



来的宗教和文化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对自身做出调整，偶尔

还不得不对于强势的中国文化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无论是唐代的 “以佛

老释耶”还是明清之际的“以儒释耶’，，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连释范式都表现出

基督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无奈的屈从和迎合，于是这种种阐释实践也确实给

传统文化保留了相当大的存在空间。当然，这种保留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性的调

和与 “适应”，然而传统因素渗入 《圣经》在汉语语境的阐释毕竟已是无可否认的

事实，而且有时甚至 “成为基督教被逐步消解的方式”，因为 “根据儒学传统和世

俗道德来褒扬或者批判基督教，已成中国受众和汉语语境的基本诊释格局”。’，而

传统的种种痕迹在阐释活动中的保留，用西方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念来看，当然

是异质的，起码是带有 “异味”的。

    因此就个人而言，梁发在批判的过程中，他并不能完全割舍与传统文化资源的

联系而达到对于自己先有之经验、体验和信仰的超越;换言之他只能立足传统，

借其合己者而用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限制，实现其对传统的超越。这使得他对《圣

经》的阐释并不具有单单指向基督信仰这唯一的价值取向。正如其传记作者麦沾

恩指出的那样:“一个中国传教士而不用中国人历来所用的宗教名词为宣扬基督教

的工具，那是可异的事情，而且除了用固有的宗教名词之外，那传教士实在没有

别的方法使一般人了解他所讲的道理。”朋也就是说，如果抛却了先有的经验，梁

发的阐释活动就寸步难行。如此看来，他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以及他的信佛经历，

反倒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释经的文化资源，不仅参与了他对 《圣经》的理解和阐

释，而且 “他所受的儒家伦理教育和关于忍耐、礼让、勤苦、服从、克己等各方

面的训练，都在日后获得丰富的收成’，，BI即塑造了他基督式的人格。

    当然，也必须承认，由于梁发“一度也与三教九流往来，甚至受佛法影响”，日“

他的这种经历使他对中国宗教进行的批判并不完全 “彻底”;尽管如此，梁发对各

种信仰进行整合的努力亦清晰可见。

，杨慧林:《圣言·人言:神学诊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eo【英】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誉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29页
81【英l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0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4页。
82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瞥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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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说文体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参与了梁发思想和人格的塑造，就是在语言形式方面也给

予其很大影响。具体说，梁发没有遵从 《圣经》融多种文类为一体的文体形式，

而是选择论说文作为《劝世良言》的主要文体，这亦有其文化的根据。

    中国古人历来都十分重视文体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墨子·大取》有言:“立

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明代徐师曾在 《文体明辨序》中亦云:“夫文章之

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发式也。为堂必敞，为室必奥，为台必四方

而高，为楼必狭而修曲⋯⋯夫固各有当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为之，其不见

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83的确，由于不同的文体各有其体制格式和规范要求，

作家必须充分考虑文体的限制因素，遵守文体的自身规律，才能“戴着镣铐跳舞，’o

当然，作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限于文体，他 “使用何种文体是按情感表达的需

要，按主体生命精神的表现而确定的”。84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文体与作家的生

命精神相一致”;‘5或者进一步而言，作家可以借助自我个性的灌注和融入而在一

定程度上达到对于某种文体的创新和超越。依此论之，梁发选用何种文体来阐释

  《圣经》亦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根据和价值所在。

    在 《劝世良言》中，除去引介的 《圣经》原文之外，其几乎所有篇目都是被

冠以 “论”命名的 “论”文，都可归于论说文的范畴。关于 “论”体文，刘姗在

  《文心雕龙》中对其性质和写作特点论道:“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86也就是说，“论”文要“概括各种言论、意见，精密地研求出唯一的道理”，，“离

开了群言不容易言精，离开了一理不成为论文。”“，因此，就包举“群言”而言，

梁犬在文中既从正面大量引用和论证了 《圣经》或上席之道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又列举了种种有悖于此的言论，然后逐一对之加以批驳;就 “研精一理”来说，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页。
8a黄霖、王运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85黄霖、王运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86刘卿:《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97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5页口
as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年，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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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时处处以所信之教义为基点来陈述己见，极力维护 《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

的权威及其教义的“真理”性。可以说，“论”体文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它内容

上着重论断事理，发抒己见，在创作上“讲究气势充沛，情理兼备”曲等，在梁发

的《劝世良言》中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与中国传统的“论”体文所不同者，

仅仅在于梁发所论断的 “事理”为上帝之道，他所要表现的是对于基督信仰的认

知、判断和感受。

    那么，梁发为何要选用 “论”这种文体呢?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

“论”这种文体与 “经”有密切的关系，它在论说和劝服人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

虽然在对于“论”文的起源的看法上，颜之推之 “文章者，原出五经，⋯⋯序述

论议，生于易也”(((颜氏家训 ·文章》)的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但无可否认的是，

“论”这种文体常 “引经据典”以增加其说服力，二者之间有割舍不了的紧密联

系。另外，就内容而言，“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即“经”常常为后者阐

释的对象，而且 “释经”、“经论”还是论体文之一。所以梁发若用了论体文，就

可以随时取“经”来论，又便于他通过分析事理来辨明是非，表述自己的见解。

同时，“论”文也暗含着说服读者或听众的潜在可能性以及与之“讨论”的开放性。

此外，就创作主体而言，梁发作为 《圣经》的阐释者，如果他相信 《圣经》中的

种种说法 “是有意义的、真实的、可能的，同样他也应该如是说出他的看法—

并与他人讨论为什么别人应该同意他的看法”。9‘而 “纵观典范的论体文，都能高

瞻远瞩，见解深刻，中心明确突出，论证充分严谨。往往能调动各种论说方式，

运用较多的表达手法，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气势，加强文章的说服力”。92可以这

么说，“论”这种文体恰能最好地满足梁发论说和说服人的意愿，故而他才舍它而

用之。

    当然，若细而究之，《劝世良言》中的某些“论”文实际上又兼有“辩”和“释”

69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41页。
90刘艇:《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91【美I特雷西:《连释学 ·宗教 ·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60页。

，2刘孝严、王湘:《中国古代常用文体规范读本》(散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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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亦有个别篇目类于史论者。究其因，前者可能缘于古人对 “论”这种文

体较为含混的界定和使用，因为在古代，它有时用以指称整个论说文文体，有时

又仅被视为论说文中与说、解、辩、原、议、释等并列的一体。后者则与梁发将

《圣经》故事作为“历史事实”的认知趋向有关。如在首篇“论元始创造男女二

人违犯天条引灾难入世界”中，梁发先记述了亚当、夏娃于伊甸园中受蛇魔诱惑

食禁果及遭受惩罚之事，紧接着就此事发表议论，充分挖掘其对后世今人所产生

的重要影响和意义，这与史论范式并无二样。

  (五)浅近直切的本土化语言风格

    (劝世良言》不止在语言形式，即文体方面受到传统的濡染，在语言风格上

亦显示出一种浅近直切的本土化特征，尤其注重表意的明晰与准确。他曾对于《圣

经》译文问题发表过如下意见:“现在《圣经》译文所采用之文体与本土方言相差

太远，译者有时用字太多，有时用倒装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词语，以致意义晦明不

明。《圣经》教训之本身己属深奥神秘，如再加以文体之晦涩，则人自更难明了其

意义矣。我为中国人，我知何种问题最适合于中国人之心境。吾人须先努力将译

文修正，使其切近中国方言，然后将其印行⋯⋯但吾人总应竭吾人之力使《圣经》

之文字易于通晓尔。”’3从中不难看出，梁发对汉语使用者在接触 《圣经》过程中

所遇到的语言障碍和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对于中国读者和信徒接受 《圣经》经文

和教义时的那种陌生感有充分的考虑。所以他曾自言:“著作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

要用浅近的譬喻和通俗的文字来解释《圣经》，使人们明白《圣经》的真意。”“4事

实上，与文笔拙劣、意义艰涩的初期 《圣经》汉译译文相比，《劝世良言》的语言

确实要凝练和浅直易懂得多。

概言之，广义上说，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过程实际上是他在两种文化之间

【英】麦沽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替云译，香港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78页。
【英】麦沾恩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胡哆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第78页。



做出抉择或舍弃的过程，也是他作为信仰主体彰显自我意识而必须承受阵痛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梁发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面对这种差异的巨大裂隙，他没有单纯固守一方，而是在持守基督教信仰的同时，

一面对外来文化予以处境化的阐释与接受，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中有所继承。

因此，考察梁发对于 《圣经》的理解与阐释之特点，使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文化

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第一位华人牧师身上典型体现出的国人接受异质文化

因子的心路历程。



            四、理论勘探:阐释学视野下梁发的释经

    以上关于《劝世良言》中梁发对 《圣经》的理解和阐释的考察，对其文本阐

释特点的揭示及其个人与时代处境方面原因的探究，构成了我们理解这新教第一

位华人牧师的信仰历程、信仰内涵以及文学表达与时代关系的重要标识，这是一

种本体论的研究。诚如加达默尔所言，“对于一部流传下来的作品借以实现其原本

规定的诸种条件的重建，对理解来说，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辅助工程”，95上面关

于 《劝世良言》所做的研究无疑就从属于这项“辅助性工程”。然而，也正如这位

阐释学家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

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因此我们的研究也不应当囿于“对过去生活的

修补和恢复”，而应当深入到“过去生活”的里层，进而实现对于那个现实世界和

时代的超越。相对于文本而言，我们的研究还必须再深入一步，必须对梁发的阐

释活动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进行研究，以揭示出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所具有的普

遍意义。

    就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以上的研究属于历史批评方法，属于对于阐释者梁发

本人的观念做出的一种历史性建构，这种对于阐释本身及其发生的处境和历史性

原因的本体论探究，都给人展示出了 “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

实的”’7过程，都使我们获得了比《劝世良言》文本本身所直接显示的更为丰富和

深刻的理解。然而，当这一切都完成了的时候，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即“重新解释我们从历史角度重建了的文本和事件引发的问题”。5日也就是说，我

们对于 《劝世良言》这个阐释性文本的读解和探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历史与文学的

层面上，而应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以梁发的阐释活动本身作为考察的对象，进万揭

9“【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
9“【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
w【美l特雷西:《途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60页。

99【美】特雷西:《淦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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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其对 《圣经》阐释的实质和意义。基于“在对话的模式上，阐释活动乃是由

文本、阐释者以及它们之间基于追问而发生的相互作用这三大要素组成的复杂现

象’，，99下文将先从阐释者梁发入手，引入当代哲学诊释学理论来对其阐释活动作

进一步的分析。

  (一)梁发作为阐释者

    在整个阐释过程中，《圣经》文本意义的 “开敞和遮蔽”(Disclosure-

Concealment)使其具备了向现实意义转化的潜质;但它作为释解的对象也仅仅是

阐释的起点，惟有与阐释者建立起相互对谈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这个转化。因此，

排除了阐释者主体投入的文本只能是孤零零的存在，阐释者在阐释过程中的中心

地位不容置疑和撼动。鉴于此，以下将致力于探讨作用于梁发的阐释过程并影响

其阐释效果的主体性因素，主要包括阐释者梁发与文本的事实性联系、他的人生

体验与个性特征对于阐释的意义以及他在阐释过程中相对的阐释自由等。

    1.事实性联系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无论阐释对象是以文本、事件、仪式或者任何其它形

式出现，阐释者都必须通过阅读、翻译、聆听和模仿等具体有效的接触形式，与

之建立一种事实上的联系。前文己经对梁发与 《圣经》的事实性联系有所论及，

譬如他与马礼逊、伯驾等牧师的日常交往，他刻印 《圣经》经文的工作等都对其

理解与阐释 《圣经》的活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除此，梁发所接受的米怜等人

的亲身教诲或许使其接受 《圣经》的影响更为直接。据载，“米怜每周专门抽出时

间对梁发进行宗教教育，包括读h圣经》，相互交谈，并一起祈祷”。IW但这些都是

外在因素，在梁发与 《圣经》的所有联系之中对其阐释活动影响最为深刻者，无

疑当属其自身对于 《圣经》的阅读和思考。正是在深入阅读 《圣经》的过程中，

w【美】特雷西:《连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46页

im吴义雄:媛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一一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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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并试图去接受其“异质性”特征，开始借助对于 《圣经》

的阐释来探询和解答其长期思而未得的诸如罪性与拯救之类的问题。如果说“对

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己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101是“一

种使阅读的内容进入表现的事件”，‘。2那么，就此意义而言，《劝世良言》则可以视

为梁发思考的成果及其通过 “理解性的阅读”对 《圣经》进行再创造的 “事件”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梁发对于 《圣经》的阅读即是一种内在的阐释活动以及整个阐

释过程的开端。

    2.人生体验与个性特征

    梁发独特的人生体验、人生经历及其个性特征亦作为其阐释的主体性因素，

亦深刻地影响着其阐释活动。在接触 《圣经》之前和进行阅读、与之对话的过程

中，梁发的一些经历和体验，如他对于人的罪性的深刻感悟、对于人生境界的超

越诉求等，都为他理解和阐释 《圣经》以及最终通向上帝之道做了充分的准备。

同时，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既培养了他的读解能力，又建构了他兼容并蓄的视野

和知识库，从 “积极”的层面而言，这为他与 《圣经》的对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而在其信教之后，作为一名宣教士，梁发有很强的传教动机和意图，故而在阐释

中极力强调信者与不信者将要承受的不同后果;而在传教过程中所受到的逼迫，

又使其在 《劝世良言》中处处向传统文化 “发难”，为 《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作辩

护。可以说，梁发在阐释中表现出的每一特点都可从其人生体验中找到一定的根

据。

    另外，毋容忽视的是，梁发的个性特征也是影响到阐释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原

因。梁发作为阐释个体，在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于人生价值意义的探索，以

及对于终极存在和超越自我的思考等方面，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热情和自觉，这也

是他最终能够穿越儒学的伦常苑囿而注目于 《圣经》和基督超越之道的原因。在

读解和阐释 《圣经》的过程中，他为这些追求和思索寻觅到了答案，也为自己的

loi‘德】弗里德里希 ·阿斯特:《语法、诊释学和批评学基础》，见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 诊释学经典

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l0_【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t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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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找到了航标和归宿。

    可以说，阐释者的主体性投入，比如上面提到的阐释者与文本的相遇、阐释

者个体经验和个性特征等，都使其读解和阐释成为可能，也使整个阐释活动表现

出很强的个人自主性和自由性。所以，梁发并不是 《圣经》文本意义的单纯的受

与者，他始终都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接收者，一个传承者和改造者。特雷西曾言:“如

果自我不希望成为家庭、社会、历史的种种代码 ((Codes)所形成的一个纯粹消极

被动的符号载体，它就必须冒去进行阐释的风险”。103梁发正是通过参与对 《圣经》

所作的 “冒险”的阐释，发现了自我继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自我。

    3.相对的阐释自由

    但梁发拥有的阐释的自由只是相对的;因为阐释过程决不是单靠其主体性投

入就能够自然而然地 ，" 1R利”完成的，从梁发开始接触 《圣经》直到 “稳定”意

义的建立，在这个复杂多变而又漫长的过程中，他的“投入”同时也就是“受限’，，

单一的主动性是让位于互动性的。《圣经》文本的作用和传统的参入，都具有双重

意义，使梁发的阐释沿着一定的轨迹和方向前进而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传

统的作用我们下文将专门论述，这里主要探讨 《圣经》作为文本对于梁发的阐释

所具有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梁发的阐释是赋予文本意义的过程，梁发显然拥有连释的权利和一

定的自由;因为其阐释对象— 《圣经》的潜在意义从来都不是自显自明的，都

是依赖读者的参与才被赋予和完成的。我们知道，与其他文著作品的存在方式类

似，《圣经》文本潜在意义的遮蔽使文字和意义之间产生了某种张力和一定程度上

的疏离，也 “提出了一种转为理解的特殊任务”。104而且与普通文本相比，作为基

督宗教经典的 《圣经》，它的 “多元性”和 “含混性”而非始终如一的 “确定性”

和 “连贯性”(这里的确定性和连贯性是相对意义上的)的特征表现得更为复杂和

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指出:“对于许多基督徒而言，《圣经》是复杂难

103【美】特雷西:《连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26-27页

IN【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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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懂胜于其明晰可辨的启示”;105以至于 《圣经》作为文化经典，它对于一般读者来

说是“最令人困惑与感到费解的例证”。’。6可以这么说，相对于其他经典文本而言，

  《圣经》文本对于阐释者的呼声更为响亮，对于阐释者的热情和专注也更为需要。

由此而言，作为对于 《圣经》的“呼唤”的回应，梁发完全可以决定去选择其中

自认是最为国人所需的问题来谈，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视角去 “填充”《圣

经》文本意义的 “空缺，’o

    但在另一方面，《圣经》作为梁发阅读和阐释的基础和起点，既限制梁发使之

不可能完全抛离文本进行空中楼阁式的淦释，又凭借自身意义的未定性极为复杂

地作用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结构，规定着梁发阐释活动的发展方向。由于 《圣

经》的世界并不等同于与之进行交流的梁发的世界，这种不一致使 《圣经》的意

义产生了未定性，使梁发只能依靠 “从文本的意指或暗示中去建立或揣测”107两

者之间可以互相调节意图的语境。这样，梁发与 《圣经》文本之间的交流就不是

一种对称的交流方式;在这种语境中，梁发是无法在阐释过程中来检验自己对 《圣

经》的理解和阐释是否完全恰当的。因此，尽管梁发总是能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

《圣经》文本的限制，赋以文本自身远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的意义，但在他的阐

释性理解活动中，他只能使 《圣经》文本所有可能意义之一具体化，他永远都不

可能逃出 《圣经》文本自身的 “意义场”— 他拥有的只是相对的阐释的自由。

    在此，《圣经》文本的作用犹如一把 “双刃剑”，既使梁发的阐释活动成为可

能 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梁发的阐释自由。对于梁发而言，《圣经》的话语和其

中所包含的事件和意义不可能是单一性的、绝对性的 “真理”，而是含有未定性和

意义空白的文本，是意义含混和多元的文本。这种 “挑战”促使他必须充分调动

以往的知识、阅历和经验来面对 《圣经》中充满神秘和神奇意味的启示，他必须

10s Severino, Croatto. Biblical Hermeneutics: Toward a theory of Reading as the Production ofMeaning. Trans. by
Robert R. Barr, New York: Orbis Books Press, 1987. p.10.
106【美】特雷西:‘诊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23页。

107‘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 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第 195页



“依照本文的引导与暗示去将作品中的图式现实化”，108必须去“恰当的具体化”

109也正是在意义空白的“召唤”和引导下，梁发与《圣经》文本之间的互动交流得

以实现。

(二)阐释过程— 视域的融合

    其实，我们从来就不可能将梁发在阐释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抽离出来单独谈

论，因为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互动的，故而上文亦多次提到两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 《圣经》文本而言，是其意义 “实现”

的过程;对于梁发而言，则是视域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的发生过程。“视

域”(Horizon)，又译作视野、视界等，含义十分广泛，在哲学阐释学中主要被用

以描述理解的形成过程，指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各种可能的前景。而所谓的视域

融合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当读者开始进入文本去理解时，其视界也进入了作者的

视界，随着双方接触频繁，交往增多，相似的东西合而为一，相斥的东西不断对

抗、摩擦、逐渐消耗或相互吸收，直到有一刻人们所有的前判断都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全新的判断，即一个在全新的历史处境下读者对文本的理解。”do在这个

过程中，传统和前见的作用最为明显和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阐释活动中梁发与

《圣经》之间的互动关系，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考察梁发视域融合的过程。

    1.传统的作用

    传统作为梁发的“历史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视域融合过程中所产生

的作用并不是以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单纯的限制性和制约性的力量出现的，而

是表现出充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作用一如上文谈到的文

本的作用，是一把 “双刃剑”。譬如，“前见”的儒家伦理道德传统对于梁发的身

心的浸染，既使他在后立的品性和修行方面趋向于基督式的全然向善的追求，同

时又使他用道德的 “法眼”去看待耶稣，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和

10“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

109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
110梁工主编:《西方圣经批评引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 103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 103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 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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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性之根据;其影响就不能一言以概之。所以，我们既要认可他身上负荷有中

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没有这些记忆，他就不可能有所行动;同时又要看到，一旦

要对进入他的视域中充满“他性”的《圣经》进行阐释，他就不得不对在他身上

遗存的各种传统印迹做出反应和判断，并连带这些印迹 “自身置入”不可消解的

“他性”之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在阐释活动中坚持 “批判性”原则，由“历史

视域”融入“现在视域”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在梁发接受 《圣经》的过程中，

传统作为一直积极活动着的 “保存”，对其视域的融合既是有效的资源，又是对于

更新的抵抗，其作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同时，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梁发在保守自己和视域融合之间必然要经历一种

内在的紧张。这是因为，只要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传统，就意味着将传统

同时置于批判和怀疑之中。除此，梁发还必须准备好去倾听 “历史性的他者”对

他述说的另一种传统— 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即必须与来自 《圣经》的 “他性”

发生联结和对话，而这又会危及继而改变他的 “历史视域”。因而，在梁发的视域

融合过程中，我们既不要去否认其先在接受的中国文化传统，也不要否认其后来

所面对的新的基督教文化的现实性以及梁发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的必要性，同时

亦要肯定他对我们历史的、文化的记忆所做出的批判和反思;因为正是通过发现

新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传统、解释基督教的经典 《圣经》，梁发才在保守自己与容

纳新的因素这两重作用下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2.前见的作用

    就同时具有肯定和否定双重价值这个角度而言，梁发的前见对其视域融合和

整个阐释过程所发生的作用，与其所面临的传统的作用是相似的。“前见”这一概

念一度被启蒙运动赋予一种否定意义;海德格尔则提出，“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见

到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先有中摄取到的东西 ‘开刀’，，。’L王在此，前

见作为理解的“先结构”的组成部分，己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加达默尔“发挥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 184



并深化了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 ‘前结构’的思想”，112指出前见是一种判断，而不

是偏见，同时所有的前见 “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因为它们表现了那种我们不

能超出其去观看的东西”。113笔者也认为，前见是理解的首要条件，它作为占据阐

释者自身主体意识的质素，构建了阐释者的视域，进而影响到整个阐释过程。

    梁发在进入 《圣经》这个充满 “意义物的领域”时，也无可避免地抱持着自

己的前见。对于梁发而言，他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对于最高主宰和神明的认

识，他对人的罪性的体认，他对人死之后灵魂问题以及彼岸世界的关注，在其历

史视域中都作为一种前见和先行把握，成为他理解和阐释 《圣经))中相关观念的

基础。譬如，梁发曾经自言:“昔我未曾蒙神天上帝感化痴迷恶心之时，未识敬信

救世主真经圣道之日，虽然略识自己日夕言行动作，固知系有罪恶之人，惟不知

怎么样求得诸罪之赦。”(第 78-79页)在此，他对于自我罪性的认识以及对赦免

之途的探求，构成了他的前见的一个方面，亦成为其对 《圣经》中相关观念进行

阐释的起点。当然，前见亦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随着视域的扩展而不断调整，直

至融入新形成的现在视域之中成为一种新的理解。

    当然，梁发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官方和民间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以及他刻印

《圣经》过程中对 (圣经》经文的直接感受等等，也都作为正面或负面的信息而

保存于他的前见之中，构成了他读解和阐释 《圣经》的历史视域与前理解。因之，

梁发必须对 《圣经》文本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入与他人见解

的对谈关系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自我消解，而是在认识到自己的前见

的同时，将 《圣经》文本的意义纳入这种先入之见之中— 这其实就是视域融合

的发生过程。

    在对 《圣经》文本的阐释过程中，经由传统和前见对于视域融合的双重作用，

梁发具有了一个全新的视域。这是一个已扩大的视域，其中，传统和前见经过批

判或吸纳之后，已化入梁发的阐释之中并成为其新的生命质素。譬如，在 《劝世

，“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 ·二+世纪美学》(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哎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洪汉鼎译，
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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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中，梁发援引“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来论证 《圣经》的

教化作用，引“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作为信徒的道德规范，类似

的引用儒家经典之言来论证基督信仰之道的还有多处。这些引用与其以基督教的

神学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应的，也说明梁发所接受的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

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传统神学思想都在其身上发生了转化，他已站在了调和 “历史

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的制高点上，并达到了一种 “统一整体”的

状态。

  (三)阐释的实质— 问题与对话

    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作为一种历史的理解，作为 “当前的文化语境和历史

语境的‘视界融合”，的过程，其实质是“和过去文本乃至作者的对话”，,1‘即与《圣

经》的对话。无论梁发意识到与否，他对 《圣经》的阐释实际上都是对人的存有

的追问，都是在和 《圣经》进行对话。

    I.问题的存在

    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始于问题的存在。从梁发之信佛及其他经历中，我们

看到了梁发从基督教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他最为关注一些问题的答案

的努力，这些问题主要有罪的问题、死后世界的问题和最高主宰等问题。但是，

所有传统的 “经验方式、理解方式、行动方式或解释方式”都不能给他提供足以

令他信服和满意的答案。此时，对于这些问题的持续追问使梁发不得不寻找新的

方式来解释自己原来接受的文化或传统中 “不能很好解释或甚至根本不能解释的

那些经历和体验”。115而他与 《圣经》的相遇，无疑为他开启了一道新的门户，使

他能够站在新的起点上通过与 《圣经》的对话去寻求所有问题的答案。可以说，

正是在问题的引导和主宰下，梁发对于 《圣经》的阐释才可能进入更为深刻的意

义与价值层面的探讨。

117周宪:0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115 1美1特雷西:《诊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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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梁发而言，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关乎其生命的 “意义或

价值”，是其“认知性探索的生存向度”’拓的思考。而梁发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可

以视为是对于自然、人生、社会和个人立身的追问;他寻求答案的过程实质上就

是个人确立其对于世界的认识和人生发展方向的过程。而梁发对于 《圣经》做出

的种种阐释，实际就是对于宗教问题或终极问题 (Limit Questions)思考和追问

的结果。伴随着这个追问的过程的，是其自我的开敞与对话的发生，因为 “任何

愿意追问宗教经典基本问题的阐释者，都能够而且应该与宗教经典进行对话”。117

    2.对话的发生

    在对话的层面上，巴赫金曾着重从形式角度对理解和阐释做出了区分，即认

为 “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

两个主体。对客体不可能有对话关系，所以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 (形式上的雄辩

因素除外)。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118而加达默尔则从本体论角度出

发论证了理解和解释的同一性:“一切理解都是解释’7，“理解进行的方式就是解释”

n，⋯⋯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撇开形式因素和方法论上的区别，阐释与理解是同

一个过程，而且“理解必须通过解释才能实现”;120两者不止 “含有对话因素”，而

且都以对话为其特征和实质— 因为文本对于阐释者而言，是一个进行自我言说

的 “他者’，。同样，就梁发与 《圣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他与 《圣经》的对话

亦贯穿于其整个阐释活动之中。

    面对 《圣经》这个自我言说的“他者’，，梁发只有在自我开放的情况下，阐释

与对话才有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在对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在对话者与文本之间，

只要所进行的对话是真正的对话，便总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变的开放性”。’2‘对于梁

116【美】艾温·辛格:《生命的迷惘》，见陈裙 《心灵简史— 探寻人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北京 线装书
局，2003年，第107页。

m【美】特雷西:《诊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玛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143页.

t18【俄】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
”，【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下)，洪汉鼎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96页

120洪汉鼎:《理解与解释— 连释学经典文选·编者引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21【美】特雷西 《论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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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言，这种开放性就意味着自我的开启、倾听来自《圣经》的声音的意愿和对

于 《圣经》的一种接受的姿态;只有当他开始倾听和理解 《圣经》中陌生的声音

时，他才可能把 《圣经》的“他性”纳入自我之中，继而调和两者之间的歧异，

然后才可能想象或去实现其他种种可能性。正是通过开启自我和与 《圣经》的交

谈和对话，梁发将 《圣经》中的“他性”据为己有并引起自我的更新，这正是对

话的应有之义。整体而言，这个对话过程对梁发来说是经历痛苦的心灵挣扎进而

建立新的认知的过程，是他经历思想的蜕变进而结出新的茧子的过程。 如果在这

个过程中他表现出一丝固守传统的偏执或者放弃了对于有异于先见的问题的追

问，那么所谓的对话就不可能发生，他的信仰的根基就不得确立。同时，在这一

对话过程中，《圣经》也“沾染”上了阐释者梁发的“他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因子经由梁发而渗入到了 《圣经》的 “现时性”意义之中。就此意义

而言，源于 《圣经》又不同于 《圣经》的 《劝世良言》，最能体现出梁发与 《圣经》

之间对谈的双重效果。

    毋容置疑，在对话的过程中，梁发对于 《圣经》的承认和抵抗这两种反应是

同时存在的。因为对 《圣经》进行阐释就意味着敞开和开放自我，意味着同它对

话，意味着“允许它们挑战我们目前认为可能的事物”;‘2“同时，《圣经》作为宗教

经典，它 “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作一丝不苟的、批判的、和真正的对话，要求

我们去重溯、批判和怀疑气 ’23因此，每当 《圣经》作为 “真理”向梁发显现，作

为阐释对象，它的 “开敞和遮蔽”作用与梁发主体的认识活动之间都有内在的对

话式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梁发最大限度地对 《圣经》文本进行了质询、

追问和交谈。可以说，他完全专注于这种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试图去理解由《圣

经》所包含的差异性和 “他性”及其提示的种种可能性，从中他发现了自我并建

立了个人的信仰以及宣教的根基。

122[美]特雷西:《淦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
138页。

123[美】特雷西:《诊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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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阐释的双重意义

    在考察了作为阐释者的梁发与 《圣经》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之后，我们来探

讨这一阐释活动的双重意义。

    首先，对于梁发而言，创作 《劝世良言》的过程，是他经由与 《圣经》的对

话而建立一种新的自我呈现的过程。诚如特雷西所言:“如果我们肯冒险去认同经

典之作，其代价必然是瓦解了我们自己的自我认同 〔Self-identity)." "‘由于文

本和解释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梁发对 《圣经》的认同、辩护和阐释，也必然意味

着他的原来的自我认同的消蚀和溃散。而经过与 《圣经》本文的对话和视域融合

的作用，新的阐释和理解照亮了梁发的灵魂，占据了其思想的核心地带，成为构

筑其新的自我和支配其所有行动的深层原因。

    其次，梁发与 《圣经》的相遇和对《圣经》的阐释是 《圣经》“透过其效应史

向外延伸”的一个环节，它拓展和穿越了对于 《圣经》的“前在理解和既定期待”。

经由梁发理解和阐释的 《圣经》已不再是他 “自行置入”之前的那个原初的文本，

而是经由其独特的理解而被附加了的新的内容的意义载体。而所有 “附加”的内

容在脱胎于 《圣经》的 《劝世良言》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尽管梁发在 《劝

世良言》中的阐释活动难免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偶然性甚至谬误，我们仍然认

定他对之做出的阐释是有深远意义的，其价值就在于他的阐释为我们打开了透视

汉语语境中 《圣经》阐释状况和特点的一个窗口。因为随着 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

士的活动进入中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伟大经典— 基督教的 《圣经》就失去了相

对确定的文化土壤，必须经由新的解释才能进入这个拥有 5千年文明历史且极具

排解能力和同化能力的大国，也即必须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锋才能确立其在

新的语境中的地位与意义。与其他经典的遭际和命运相比，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

差异，《圣经》的潜在意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变得更富有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通

过信仰的 “启示的力量”和梁发与西方基督教的经典 《圣经》之间的对话活动得

1，【美】特雷西:《连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25页



以问世的《劝世良言》，使得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在 19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具有

了深刻的现时性的以及历史的意义。梁发及其 《劝世良言》也因此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结 语

    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在19世纪中叶之前，像 《劝世良言》这样出自中国

信徒之手，且相对系统地对基督教及其 《圣经》的重要观念做出阐释的神学著作

并不多见。我们知道，明清之际“教内三大柱石”之一杨廷绮的宣教、护教著述

为最多，但他在自己作品中几乎遗漏了原罪问题;而徐光启的巧种宗教著作多是

精致的短篇，没有类于 《劝世良言》的规模，且对 《圣经》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

阐释。就深度而言，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对 《圣经》的理解和阐释也远远超出

了明清之际的中国护教士。因此，从历史的角度，从刘小枫提出的明代以来建构

汉语基督神学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劝世良言》对于 《圣经》的阐释具有典型的历

史意义。通过这部出自中国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之手的作品，可以发现 《圣经》

在中国特定时期和处境中被接受的特点和规律，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从中西文化交流史来看，梁发在 《劝世良言》中对于本土传统文化和

西方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了双重的态度与选择。对于本土传统，他既批判、改造又

承继;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他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而是在归顺与认同之中

有反叛。从他在 《劝世良言》中对 《圣经》的阐释可以看出，他坚持的是二者的

对话与交流，追求的是一种共荣共存状态下的兼容并蓄。因之，梁发敢于做出“冒

天下之大不匙”的文化选择，敢于肯定西方新教传教士的信仰和西方文化的价值，

并能对之抱持一种开放和开明的态度。也正因此，梁发才能够站在时代前列，成

为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最早者之一”，’25其 《劝世良言》则成为中西文化交流

的重要成果且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发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

之门的开启者;事实上，他对西方文化的关注也确实早于林则徐、魏源等人。所

以，对其代表作 《劝世良言》的研究理所应当地要置于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处境

中来考察，而且也应对 《劝世良言》在这一交流过程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意义有所

探究。就后者而言，最值得探究的就是其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影响。笔者认

为，只要我们肯定太平天国运动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密切关系，肯定中西文化在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第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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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运动中有着相互交流、碰撞及各自发生异变等复杂情形发生，在追根求源时

首先应追溯到梁发及其 《劝世良言》文本本身。

    毋容置疑，《劝世良言》这部 “中国化”《圣经》的出现，亦有其深刻的时代

与处境因素的作用。我们知道，在梁发生活时代，由于清朝前期百年禁教，已有

千年之余传教史的中国天主教难以有更大作为，而新教在中国的传扬刚刚起步;

同时，中国的福音传播间杂着西方列强的隆隆炮火，中国基督宗教的发展与政治、

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更为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可以说，这个时代充满了

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接纳等因素所集结起来的张力和矛盾。特别是 19世纪最初的

30年，正是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亦是两者之间的政治摩擦与文化冲突更加急逮的时

代。而 “只有在文化危机的时代，解释的问题才成为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26对

于那些立于时代风尖浪口上的弄潮儿，他们“人生的目光生来就不是完全无动于

衷的’，，‘2?他们必将因处境之变化而对过去和未来做出新的解释。因而，由于原先

的信仰和文化抉择己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处于文化危机和思想困顿中的

梁发也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信仰来走出文化身份的危机。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劝

世良言》，既是梁发自身文化选择的结果，也是那个危机时代的一个方面的缩影。

    最后，考察 《劝世良言》中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对于当下也不无启示意

义。梁发在面对两种文化、两种传统做出选择时并非没有犹豫和徘徊不定以及内

在自我的分裂;但他最终通过对 《圣经》的阅读和理解而为人生找到了一种新的

价值观和方向。对他而言，对于 《圣经》的阐释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己成为

他的存在和实践方式的一个根据。这是因为，在阐释过程中，他身上的传统因素

与他的阐释对象 《圣经》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对话。而且，这两种因子之间的对话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话，而是达到了一种本体论的深度。所以，梁发对 《圣经》

的阐释和接受，是他解决自我和 “他性”冲突的外在表现，是他建立新的信仰和

人生方向的基点。透过梁发对 《圣经》的阐释，我们能窥见他的裂变后的本体性

116【美】特雷西:《侄释学·宗教·希望— 多元性与含混性》，玛川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
13页。

工”【德】姚斯:《审美:审美经验的接受方面》，见刘小枫编:旁接受美学译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9年，第23 页。



的自我，能发现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内心中都曾发生了怎样的挣扎，最终怎样确立

和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从而走出了文化身份的危机。反之，对话和交流总是双向

的，《圣经》亦在梁发探究其暗含意义的过程中，在对其做出处境化阐释的过程中，

实现了其现时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的

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亦愈来愈频繁。在此多元文化之处境中，

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们可以从梁发的文化抉择中得到诸多启示。

因为，传统曾经生育、滋养了梁发的生命，赋予他以人生强烈的道德感;而他没

有为此规避 《圣经》给予他的新的生命和生活方式以及终极问题的启发，而是通

过沟通与对话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撑起了一片广阔的天空，所以

他并没有被“两个世界”所撕碎。事实证明，只有坚持文化之间的对谈、融通或

互补，坚持开放性的对话策略，才有可能在文化抵抗与文化认同之间实现自我的

统一，进而建构起一种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身份。这也是我们从梁发及其 《劝世

良言》的文化抉择中得到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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